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䰕金 导言部分详细介绍了读者在本书中可了解的主题，并从社会和学术方面，讨论了刑事

司法系统中法医遗传技术的作用及应用之间的关联性。导言论述了本书的关键概念，用于讨论如

何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将法医遗传学应用的发展理解为犯罪治理方式的转变的一部分，以及如

何透过投入到科学和技术的象征权力看到其发展。 
⪩꜄陊 犯罪治理；法医遗传学；DNA

鸆⚩㰣㏇敨糇媪杼╈氳⛼榫
不管人体经过什么地方，都会留下痕迹：头发、唾液和其他液体、脚印等等。纵观

整个历史，身体的物质性一直是刑事侦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35年里，随着法医科

学在刑事司法系统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人体作为识别犯罪人身份的基础，其中心作

用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形态。

法医学包括一套科学学科和方法学，其目的是为警察－司法的程序和活动提供协

助。其中，我们可以提到法医毒理学、精神病学和法医心理学、人类学和法医牙科学、

刑事学、生物学和法医遗传学等学科。本书将特别关注法医遗传学。法医遗传学的目

的是尽可能精确地识别样本的生物来源，协助司法系统处理和解决民事和刑事案件。

法医遗传学在刑事侦查领域的使用有一个最显著的方面，就是能够从犯罪现场收

集的样本或刑事侦查确定的对象（例如嫌疑人）的身体中提取DNA图谱，DNA图谱

被认为是每一个人独特的生物结构。如果参与特定刑事侦查的专业人员认为该遗传信

息与案件相关，则可将其作为遗传物证，随后在刑事司法法院中进行评估。本书提出了

一种社会学方法，指出了法医遗传学在当代社会犯罪治理的作用和地位。

犯罪治理的概念旨在突出塑造这一社会领域的假设、论述和战略。犯罪治理不仅

仅概述了对犯罪的社会反应，它还纳入了监控行为以及应用司法的新方法，共同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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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和社会控制的新概念（Garland, 2001）。因此，本书将使用犯罪治理的概念来说

明应用于存在潜在风险的社会群体的策略，其在管理层面获得了更多的改变，在变革

方面则更少。（Feeley & Simon, 1992）。我们将在这一背景来探讨以下内容，生物识

别技术，特别是法医遗传学，在犯罪治理相关策略方面的应用方式越来越多，范围越

来越广。通过大规模收集、储存、转换和使用遗传数据，我们推广和建立了新的社会分

类系统（Lyon, 2002）。这些技术系统不仅对个人起作用，还创造了用于监控特定的个

人和社会群体的更为复杂的方式（在影响和传播范围方面）。最后，这一概念还使人们

能够超越当前国家治理社会的方式，纳入其他的社会结构，后者同样是当代社会犯罪

治理的重要支柱。这就是网络产生科学知识的案例，使投入到科学和技术中的象征权

力为人所见。这也包含非政府组织、私营公司、媒体、民间社会和许多其他方面。

在当今社会，遗传学给人一种能产生“确据”和“真理”的客观感觉（Nelkin & 
Lindee, 1995）。为了从社会学角度理解犯罪治理的各个层面，这些观念值得探索

（Wilson-Kovacs, 2014）。其中，这些观念反映了公众对科学和技术、犯罪和司法，以

及公民、国家和现代各种著名机构之间的信任（或缺乏信任）关系的看法。分子遗传学

科学法规是解释刑事侦查为什么重视遗传信息的一个原因（Lynch, Cole, McNally, 
& Jordan, 2008）。从法医科学家、刑事侦查人员、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专业团体和

一般公众的角度来看，DNA技术和法医遗传数据库据称产生了“更科学”的信息，“更

有能力”以快速和可信的方式识别罪犯（Aas, 2006; Lynch, 2003; Lynch et al., 2008; 
Machado & Prainsack, 2012）。因此，许多评论员强调，在治安工作中使用DNA图谱

等遗传技术以及在法庭上将其作为法医证据，可以提高刑事司法系统的效率。

然而，评论家同样对遗传技术在司法体系中的识别潜力进行了推测，并推测了假定

其识别罪犯的无误性所带来的风险。在这方面，社会科学对遗传技术所产生的社会影

响和政策尤为批判，在当代社会中，遗传技术具有完全的本体论和数学确定性的特殊

地位（Hindmarsh & Prainsack, 2010; Kruse, 2016; Williams & Johnson, 2008
）。这种社会生活的“遗传化”（ Heath, Rapp, & Taussig, 2004; Novas & Rose, 
2000; Rabinow, 1996; Rose, 2007; Rose & Novas, 2005; Rouvroy, 2008; Wehling, 
2011; Weiner, Martin, Richards, & Tutton, 2017）以及随后的刑事侦查的“遗传

化”遵循了北美科学历史学家Theodore Porter（1995）所命名的“机械客观性”的判

断。Porter提出这个词是指“非个人数字”和数据在各种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中日益

增长的权威性和象征力量，从而损害了人类的经验和评估（被视为“主观”）。

本书在社会学的批判视角下，描绘了当代通过遗传学重塑犯罪治理的方式。这一

分析是对基于计算和风险预测来控制信息流以及管理接纳和排斥的方式的反思。需要

注意的是，本书的定位是对人们普遍认可遗传学具有寻找和确认罪犯身份方面的潜力

而进行的批判性反思。换言之，除了评价用遗传学来支持刑事侦查和司法系统运作的

可行性外，本文的作者还打算对在犯罪治理领域使用遗传学所涉的社会、文化、政治

和伦理方面的影响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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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提到的一些问题如下：从科学知识和基因技术的角度来看，当代社会犯罪治

理的主要趋势是什么？遗传学在刑事司法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犯罪治理中因

遗传学的使用、意义和期望而产生的社会进程和相互作用给当前社会带来了挑战，古

典社会理论和当代社会理论如何能够帮助解决这些挑战？学生和学者可以使用哪些方

法和研究技术来解决这一特定社会现实的一些关键方面？法医遗传学最近的范式转变

出现了哪些新的挑战，即从构建将在法庭上提交的证据转向产生指导特定刑事调查过

程的情报？

儗░哮鳮
使DNA成为识别人类的工具的科学突破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3年，生物学家

Jeffrey Glassberg（美国）注册了现代DNA图谱提取方法的首个专利，随后该专利被

联邦调查局（FBI）投入使用。英国莱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eicester）的生物学

家Alec Jeffreys在1984年底发明了一种提取DNA图谱的方法。1983年至1986年，在

英国莱斯特郡的纳伯勒（Narborough, Leicestershire），第一起通过该技术侦破的

刑事案件是两名青少年的奸杀案。由于这一刑事案件涉及技术突破并且调查方式比较

特殊，案件得到了广泛的报道。刑事侦查人员要求居住在犯罪现场周边区域的5 000
来名男子提供血液样本。目的是进行DNA分析，最终证明首位认罪的嫌疑人无罪。之

后，从另一名男子（Colin Pitchfork）身上采集血液，发现他的基因图谱与犯罪现场

的基因图谱吻合。换言之，在对DNA图谱进行分析后，这个人被确定为这两项罪行的

罪犯。

这一成功事例以及其他后续事例推动了有关DNA技术的社会观点的传播，其被

描述为“打击犯罪的英雄”，一种“真相机器”，有望在综合情况和犯罪判决中消除司

法错误（Lynch et al., 2008）。然而，这些假设没有考虑到必须对社会现实进行多方

深入的了解。本书第二章将对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所采取的方法进行分类，这些方

法旨在批判性地讨论DNA技术广泛传播的成功故事。这些故事在当今受基因奥秘支

配的社会中越来越普遍，反映并再现了涉及权力、知识、等级化和社会不平等关系的社

会进程。

遗传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逐渐稳固，也引起了人们对此前有关生物方法和生物

社会方法的作用的讨论，这些方法旨在解释和预测暴力和犯罪行为（Duster, 2003）
。进而，这种类型的辩论提出了与生物决定论有关的问题，其方式可能会推进对社会

排斥、边缘化和污名化问题的重新认识和倡议。由此，有必要从历史和社会学角度，对

反社会、暴力和犯罪行为的生物学解释进行概述。因此，本书的第三章旨在详细描述

Lombroso（19世纪）的开创性工作，并强调由这类研究提出的生物决定论和潜在的污

名化风险。然后，通过对神经生物学和表观遗传学领域的具体研究，讨论了犯罪的生

物学和遗传学的当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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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策略的制定是基于DNA识别个体的潜力。这些策略得到了赞扬科学和

技术的效率和无误性的言辞的支持。与此同时，这些政策也挤压了不认同社会主导秩

序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批评或不和谐声音的空间。本书第四章以批判的视角，描述

并系统地介绍了社会科学在法庭上提出DNA证据的方法。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在美国），探讨了刑事司

法系统中DNA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专业文化和实践中的社会影响和转变。这些研究

突出了DNA技术形成犯罪治理新方式的方式，并对当前社会的社会结构、公民权利和

民主动态产生了深刻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和英国创建和发展了支持识别罪犯身份的DNA图谱方

式，这种方法的巨大潜力促使执法当局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努力开发将有犯罪记录的

人的基因图谱添加到计算机化数据库中的方法。因此，1995年当局创建了第一个以

国家为背景的基因图谱为特征的犯罪数据库：英国国家犯罪情报DNA数据库（UK 
National Criminal Intelligence DNA Database）。其他国家也已开始创建自己的国

家DNA数据库。以目前欧洲最大的数据库为例，奥地利和荷兰于1997年、德国于1998
年和法国于2001年启动了数据库的创建。

DNA图谱数据库是由一组结构化的DNA图谱文件和个人数据概况构成，这些文

件和个人数据概况可根据每个国家现行的预定立法进行访问。这些数据库涉及收集、

储存和使用属于已查明的嫌疑人、已定罪的个人、受害者、自愿人员和其他与刑事调查

有关的人的基因图谱。目前有近69个国家正在使用法医遗传数据库。据估计，其他约

34个国家正在开始实施这类数据库（Interpol, 2016）。考虑到限制公民权利和保护社

会安全之间的必要平衡，本书第五章将介绍法医遗传学数据库的创建和发展的不同含

义。

我们将法医数据库视作监测犯罪人口基因尤为引人注目的形式，我们将在以下的

背景中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的社会日益注重加强和加速数据的大规模流通和互联。在

这种背景下，本章将大数据的文化和社会经济现象作为数据化社会的一部分加以探讨

（Broeders & Dijstelbloem, 2016; French & Smith, 2016; Sadowski, 2019; Smith, 
2016; van Dijck, 2014），在数据化社会中，生物监控技术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换言之，

基于信息处理的技术与源自人体的生物材料相关（Hindmarsh & Prainsack, 2010; 
Kloppenburg & van der Ploeg, 2018; Skinner, 2018b）。

因此，法医遗传数据库和相关的DNA技术正在不断地扩张与发展，其不断扩张

也表明了该技术的互用性在不断提升。为了加强欧盟警方的合作，我们看到国际人口监

督和管控机制的数量有所增加。第六章集中讨论这一主题，特别讨论了欧盟边界开放

之后，跨国刑事犯罪控制机制的激增。其中，我们概述了普吕姆（Prüm）系统，该系统

是欧盟成员国之间创建的一个网络，用于交换存储在欧盟各国国家数据库中的数据，

目的是打击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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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吕姆系统的实施、发展和扩张引发了有关透明度、问责制和数据隐私问题的激

烈辩论（McCartney, 2014; Prainsack & Toom, 2010; Toom, 2018; Toom, Granja, 
& Ludwig, 2019）。

在一个数据化社会的背景下，诸如族裔、种族和民族身份等概念再次被法医遗

传数据库的操作者作为实际类别来使用。这些操作的类别被作为组织的原则，因

此获得了一种理性的支持，该理性将这些类别假设为已获取的数据（Fujimura & 
Rajagopalan, 2011）。然而，一些作者（Cole, 2007; Duster, 2006; Risher, 2009）提

醒我们，从一开始，监视技术就根据以嫌疑人与非嫌疑人为区分的原则运作，因此新的

监视技术反过来加强了旧偏见的合法性，甚至带来了侮辱和排斥的新方式。（Van der 
Ploeg, 1999）。

根据功能性的要求，人们在刑事侦查中采用了一套做法，这些做法由于限制公民

权利而引起了一些道德上的疑义。具体而言，我们概述了以下技术：家庭式搜索，即在

法医DNA数据库中查找与犯罪现场收集的已知样本在基因上相近的图谱（García, 
Crespillo, & Yurrebaso, 2017; Granja & Machado, 2019; Haimes, 2006; Murphy, 
2010），以及情报主导的DNA大规模筛查，包括在嫌疑人居住的特定区域收集大

量DNA图谱（Chapin, 2004; Duster, 2008）。此外，对地理祖先的推断，根据区域

确定基因图谱的数据分布和已知生物样本与可能起源的区域的邻近度，结合两者信

息通过DNA推断物理特征。这两种技术的联合使用通常被称为法医DNA表型分

析（M’charek, 2008; Queirós, 2019; Samuel & Prainsack, 2018, 2019; Skinner, 
2018a; Vailly, 2017; Wienroth, 2018a, 2018b）。本书第七章将介绍这些新兴的DNA
技术的使用，以及引人注目的科学、伦理和法律争议。

最后，本书的第八章也是最后一章将从批判的角度重新审视法医遗传学在当代社会

犯罪治理中的多重作用和意义，同时为未来法医遗传学社会研究领域的研究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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䰕金 本章为以下内容提供了背景并作出了解释，即用特定的社会学方式来研究“刑事司法

系统中法医遗传学的使用”这一社会现象。目的是以一种可理解的方式说明利用科学和技术治理

犯罪是社会学调查的一个丰富领域，并确定其独特的特征。本章全面概述了社会学范式的主要研

究方向和概念，即通过关注不同分析层次（微观－宏观和客观－主观）之间的连续性、张力和转

变。在介绍各种社会思想和概念的同时，还简要介绍了与在刑事司法系统中使用法医遗传学有关

的实证研究的实际案例。这一章将使读者能够获得理论和分析技能，这些技能可以应用于对本书

各章所涉及的各种话题和主题的学术研究。

⪩꜄陊 社会学范式；微观与宏观；客观与主观；共识与冲突

炙⚢㰣䓙䘶葶䌋
社会学是一门以不同的理论分析思想来向社会提出质疑的科学学科。因此，对法

医遗传学及其在犯罪治理中的作用的社会学思考，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向社会现

实提出质疑。本章的主要目的是将社会学理论的主要指导思想系统化，并说明如何将

其应用于刑事司法系统中的法医遗传学研究和分析。

根据George Ritzer（1992）的观点，可以区分社会学思想中的三大主要范式：社

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最后一种范式与一种基于社会行为主义

模型、接近实验心理学的分析模型相联系。考虑到这种范式在法医学遗传学的社会学

方法中没有代表性，本研究将不会讨论此范式。

社会事实范式重点关注Émile Durkheim（11895 [1964], 1897 [1951]）所称的

社会事实：超越个人并能实施社会控制的价值观、文化规范和社会结构。支持这种范

式的理论家在宏观上对社会结构和制度进行了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他们倾向于采

用结构化访谈和问卷调查，以及历史比较方法。社会事实范式包含许多理论观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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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范式会建构不同或甚至相反的社会学理论：结构功能主义（通常与Talcott Parsons
及其追随者的著作相关）和所谓的冲突理论（由Karl Marx创立）。根据Ritzer的观

点，“结构功能理论家倾向于认为社会事实是相互关联的，并认为秩序是由普遍共识

所维持。冲突理论家倾向于强调社会事实之间的混乱以及秩序是由社会中的强制力量

所维持的这一观念”（Ritzer, 1992, p. 641）。
在分析法医遗传学在治理犯罪方面的作用时，文中给出了这种范式应用的具体实

例：功能角度倾向于关注可以让社会技术系统促进社会群体之间合作、团结与和谐的

模式，以及可以解决和平息争议的形式。关于社会对法医遗传学在犯罪治理中的作用的

期望，这一观点的持有者将有兴趣研究警方的跨国合作如何有助于稳定社会。相反，

冲突理论的立场会认为技术应被视为相互冲突的思想和利益所带来的结果，有可能反

映出以一方支配为特征的社会关系，反映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现象（Hard, 1993）。
这一观点将把国际安全政策视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其能够加剧地缘政治不平等，并

反映出最强大的社会群体的利益。

社会定义范式遵循一种基于理解和解读社会行为的方法，并受到Ma x 
Weber（1949）研究的启发。这一范式侧重于分析社会行为体界定其社会关系及其相

关社会背景的方式，以及这些定义对行动和互动发展的影响。在方式上，这种范式倾

向于使用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的访谈，以及对社会互动的直接观察。在这一范式中可

以包括若干社会学理论：行动理论、符号互动论、现象学、民族方法论和存在主义。

许多作者认为，社会学必须集成不同的范式，而不是在社会结构和人类施为之间

创建封闭、严格的划分。多范式的观点假设社会世界是由多种社会现象构成的，这些现

象需要不同层次的分析，但又相互依存。不过，将有助于确定和理解社会世界复杂性

的各种范式和概念方案纳入考虑，是有意义的（表2.1）。

辑2.1炙⚢㰣䓙䘶葶䌋
范式

社会事实 社会定义

主要作者 Émile Durkheim Max Weber
基本概念 社会结构 人类施为

研究对象 价值观、文化规范和社会结构 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

方式 结构化访谈

问卷调查 

历史比较法

非结构化访谈

半结构化访谈 

社会互动的直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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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

社会事实 社会定义

社会学理论 结构功能主义

冲突理论

作用论

符号互动主义 现象学 民族方法论

存在主义

资料来源：表格由本文作者起草

嫏⵴㰣鸆⚩㰣炙⚢㰣溿狓�溿狓겅㓊氳⮡环
在法医遗传学的社会研究领域中进行的几项研究接近于社会定义范式，因为所

进行的研究中有相当多的内容趋向于研究社会行为体对法医遗传学技术的感知、期

望和观念。在法医遗传学社会研究领域的创立和发展中举足轻重的社会学家Michael 
Lynch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基于理解和解释社会状况的研究的典型例子。本

文作者利用了一种社会学分析方法——本土方法论，研究了个人如何利用日常对话来

构建常识世界观（Lynch, 1993）。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强调Michael Lynch和一个由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组

成的小组在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康奈尔大学科学和

技术部（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 Cornell University）的支持下

开展的研究。这些学者开展了一项时长15年涉及英国和美国多地的研究。这一时期涵盖

了从法院和科学期刊开始积极讨论DNA技术的时刻（80年代末）到这类技术被确立

为“黄金标准”的时刻（Lynch, Cole, McNally, & Jordan, 2008, p. xiii）。这项影响

深远的研究利用了文件分析、与刑事司法系统内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员进行访谈以及对

科学实验室和刑事审判进行观察的研究方式。

为了研究科学与法律的交汇、专家证词的可信度，以及DNA证据与其他犯罪鉴

定工具之间的历史比较，该小组开展的工作虽然侧重于研究现实的“微观”层面（对

DNA技术的看法），但也试图将其与“宏观”分析结合起来，从而有可能表述所收集

和分析的材料，并赋予其历史和社会意义。这项研究的结果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种二

重性。为了解释法医DNA证据如何在法庭上逐渐获得一种特殊的事实地位，Lynch
和他的同事指出，DNA证据的客观性和可靠性是实际日常行动的结果，这种现象被称

为“行政客观性”。DNA证据的这种行政客观性取决于可观察和可报告的行政命令、

记录、记录设备、协议和架构安排（Lynch, 2013; Lynch et al., 2008）。除此之外，研

究小组还展示了围绕DNA分析技术的争议如何反映了不同的专业兴趣，以及与美国刑

事司法系统相关的社会政治和结构方面（Daemmrich, 1998; Jasanoff,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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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项研究具有民族志特征，但它是集成各种社会学范式潜力的典范。这项集

体性工作起源于出版物《真相机器：DNA指纹识别的历史记录》（ Lynch et al., 2008
）。这项研究的其他结果于1998年发表在《科学的社会研究》期刊的特刊上，该期刊仍

然是社会科学领域中以科学和技术为重点的最具前瞻性的出版物之一。这期特刊分析

了法庭上法医遗传学的使用，并在其他方面试图理解两种不同的行为和思维方式——

科学世界和法律世界，结合在一起的含义。

《科学的社会研究》特刊中提到了Michael Lynch研究小组负责的一个研究案

例，一位美国演员兼前足球运动员O.J. Simpson的刑事审判。1994年，O.J. Simpson
被指控谋杀了他的前妻Nicole Brown和她的朋友Ronald Goldman。 DNA证据是

在刑事审判期间提出的：辩方和控方都传唤了有DNA图谱分析技术发表著作的专家

出庭，引起了双方对这一科学技术带来的争议的激烈辩论。该案开辟了一个复杂领域，

涉及对若干社会学分支的质疑，即与DNA证据的解读、公众与专家对科学的理解、适

当和不适当的做法以及DNA证据的可信度与支持警方部队和科学家活动的更大型基

础设施之间的关系有关的问题（Lynch & Jasanoff, 1998）。

㱴鈸┚䐭鈸㷄ꪫ氳⪩硍
大多数社会学经典理论研究的是现代时期出现的社会新结构，现代时期使科学知

识可以渗透和改造社会关系。其中一些结构构成了科学发展的框架，并使其得以扩展

并获得合法性，为社会、历史和经济进程提供支持。这些进程使科学成为现代最重要

的制度之一。例如，古典作家分析了官僚主义（Max Weber）、资本主义（Karl Marx）
或有机团结（Émile Durkheim）。许多作者对宏观和微观层面现有的分歧进行了辩

论，试图理解这两个分析层面之间的联系，同时就阐明人类施为和社会结构的分歧和

方式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广泛的辩论（Bourdieu, 1977; Giddens, 1979, 1984）。
这种对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分析对于理解以下内容而言至关重要，即DNA技术方

面的知识特权如何一方面转化为一个或多个社会行为者给出的含义、意图和解释，另

一方面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和背景。仔细分析这些相互作用和社会结构的产生和

发展，有助于理解一个单一行动即证明从生物样本（由一个个人或特定群体在特定的

时间和空间“发现”）中提取DNA图谱的技术的合理性，如何成为更广泛的社会结构

的一部分。“科学突破”知识是如何稳定和巩固的？哪些新的关系和社会结构是通过

阐明宏观和微观层面而形成和巩固的？

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当DNA分析技术开始被用作刑事鉴定的辅助工具时，

对于从基因图谱中获得的信息的解读没有任何协议或规则。同样，科学界对如何进行

DNA分析和解释结果未达成共识（Aronson, 2008; Derksen, 2010; Lynch, 1998
年）。如今，情况有所不同：现在有协议、实验室的质量模式和法律框架。也就是说，为

了让有关法医遗传学知识能够产生和持续传播，并使其在刑事司法系统中得到普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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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一个广泛和稳定的社会结构网络已经被建立（Hindmarsh & Prainsack, 2010; 
Lynch et al., 2008; Williams & Johnson, 2008）。因此，发现DNA技术的科学知

识从其当地生产环境中扩展出来，并融入各种机构的社会秩序，从而从相互作用的微

观层面上升到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Daemmrich, 1998; Derksen, 2003）。换句话

说，我们可以说DNA技术代表了知识创造活动的成功结果（Derksen, 2010; Knorr-
Cetina, 1999; Shapin, 1986）。

在分析社会现实的微观和宏观层面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将考虑社会学家Linda 
Derksen所做的研究，她研究了DNA分析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美国司法系统中的应用

（Derksen, 2000, 2003, 2010）。作者运用了两条社会学理论指导思想：科学知识社会

学（SSK）和阐明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社会学理论。她使用的方法是用DNA分析历史中

的实例来展示微观（例如，两个人之间关于DNA分析解释方法的有效性的共识）和宏

观（例如，为具有数千个基因分析的数据库制定立法）层面相互转化的特定具体时刻。

因此，作者研究了DNA分析历史中的实例，这些实例显示了转化的具体时刻，即在微

观层面产生新知识，然后在宏观层面将其纳入新的社会结构（另见Aronson, 2008）。
具体而言，Linda Derksen认为，围绕DNA分析技术产生的科学知识的稳定化和标准

化过程使多样化的社会新结构得以建立。这些社会结构就是Anthony Giddens定义

的规则和条例以及制度化的行为模式（Giddens, 1984）。
将社会结构的概念应用于DNA分析技术，在此我们指的是实践和协议的确定、专

家团体及其专业协会的形成、实验室操作和质量监测标准的创建以及数据库、政治项

目和立法的建设。应当指出，一个社会结构包含社会关系的正式层面和非正式层面、知

识和默示规则以及立法和条例，同时不忘物质资源以及咨询和理事机构。在更宏观的

层面上，我们甚至可以提到一种社会和文化，这种社会和文化使DNA分析数据库得以

发展和扩张，并应用于刑事司法系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讨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和西

方文化。

例如，法医遗传学中多样化的社会新结构的创建有一个具体例子，其和英格兰和

威尔士于1995年创建的第一个法医DNA数据库：国家DNA数据库（National DNA 
Database, NDNAD）有关。由于其规模的巨大扩张，国家DNA数据库从早期就开始

处理各种伦理争议引发的社会问题，这些伦理争议与数据库的规模和范围带来的大

规模社会影响有关（Human Genetics Commission, 2009; 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 2007; Skinner, 2013）。这些经历推动社会制定更严格的条例来保护公民

权利，并进而推动了特定社会结构的建立。目前，国家DNA数据库的监督系统由委员

会和指定专家组成，包括（但不限于）：国家DNA数据库战略委员会（National DNA 
Database Strategy Board），负责管理和监督国家DNA数据库和国家指纹数据库

（National Fingerprint Database）的运作；英国国家DNA数据库道德小组（UK 
National DNA Database Ethics Group），负责就道德问题提供独立咨询意见；生物

鉴别专员，其作用是不断审查警方保存和使用DNA样本、DNA图谱和指纹的情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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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科学监管机构（Forensic Science Regulator），负责确保在整个刑事司法系统提供

的法医科学服务符合适当的科学质量标准。

╚鈸┚㲙鈸氳鳀簘簊┉⛮
社会学分析的另一个层次与“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关系有关。但主观领域是在

思想领域，而客观领域是指真实的、物质的事件（Ritzer, 1992, p. 643）。每个社会都

有一个客观维度——例如法律和行政制度，以及一个主观维度－－规范和价值观。

主观和客观之间的连续统一体对于理解DNA技术的另一个关键要素非常重要：

对遗传样本的分析和对从该样本中提取的遗传图谱的解释涉及将其转化和物化为可量

化价值的行为。决定一个特定的基因图谱是否与另一个基因图谱相匹配的行为涉及评

估，还需要通报并向其他实验室公开一个称为测量标准误差的量。遗传分析的解释和

测量标准误差的量化方案使其主观评估和评价性陈述的特质被隐藏，从而产生了一种

被视为“客观”的知识（Derksen, 2000）。正如科学历史学家Theodor Porter所指出

的那样，量化是科学实践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因为它把一种知识主张从一种在特定

地点和时间产生的知识主张转变为一种似乎可以应用于任何地方的知识主张（Porter, 
1995）。

量化可以使结果转化为数字，从科学知识（被认为是客观的）的创造中“抹去”人

类工作（主观的）的成分。在西方文化中，量化是创造我们所说的客观知识和“事实”

的最重要过程之一。用Linda Derksen的话来说，“成功的量化隐藏了其代表的主体，

它隐藏了主观判断，使判断不被人所见”（Derksen, 2010,p. 223）。这种通过协议、标

准和使某些分类不可见而产生“客观”知识的过程（Bowker & Star, 1999）让人觉得

DNA分析技术变得越来越可信和可靠。

在90年代初颇受欢迎的实验室研究1通过人种学观察显示了科学家之间是如何

通过相互作用的过程，使他们有可能达成共识，就良好匹配或不良匹配的标准达成一

致。换句话说，准确的测量是偶然的、局部的结果所得（Derksen, 2000; Kruse, 2016; 
Lynch et al., 2008）。一些作者注意到，科学家之间存在着一些旨在达成共识的合作

活动，这样一种标准就可以被不同的社区扩展和使用，也可以在不同的活动和地方使用

（Bowker & Star, 1999）－－－这种方法接近功能主义的观点。

相反，其他作者强调了存在差异和冲突的活动，这些活动使特定的专业群体能够

通过强权获得自身的利益，剥夺他人的利益。其中一个与上述冲突理论相关的例子就

是由Jay Aronson开展的研究，其研究了联邦调查局在法医DNA分析技术标准化方面

发挥的作用。据作者称，这种标准化是联邦调查局实践的结果，其目的是使其成为法

医遗传学分析服务供应市场上的主导机构。为了达成目标，联邦调查局施动者发明了1 

1   实验室研究是指通过直接观察和话语分析对科学和技术进行研究，从根本上说，知识就
是这样产生和构成的。这种方法是微观和宏观维度相交的非常典型的方式。一方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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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础设施和实验室网络，将他们的方法强加给私营公司已经开发的项目中。同时，

联邦调查局招募了著名的法医科学家，来验证他们正在开发的产品和方法，并使其具

有可信度（Aronson, 2008）。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理解，一些行为体的网络和结构的

稳定化可能导致对其他行为体的排斥的方式，这种观点强调了法医遗传学中的权力不

平等（Quinlan, 2014）。
在使DNA分析技术的可信度逐渐“稳定”之后， DNA图谱就有可能将储存在庞

大的计算机数据库中，并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司法系统的不同社会行为体之间传播。

如今，只要不同实验室使用相同的计算机系统并采用相同的协议，DNA图谱就可以在

实验室之间共享和比较（Aronson, 2007, 2008; Machado & Granja, 2018; Santos, 
2017）。

协议和标准的创建使DNA图谱的 “可移动性”得以实现。随后，法医遗传学在

刑事司法系统中的应用得到了推广和巩固，包括加强了跨国警方部队之间的合作机

制，本书的第七章将讨论这一主题。当知识转化为定量形式时，知识更容易“传播”到

其起源地之外的地方，并被其他社会行为体挪用或使用（Machado & Granja, 2018
）换句话说，通过量化，法医遗传学家可以假定，在特定地点产生的知识遵循“普遍”

准则，可由不同地点不同的人复制，并获得相同的结果，从而获得某种“地方普遍性”

（Timmermans & Berg, 1997）。

嫏⵴鸆⚩㰣╈氳炙⚢溿狓氳䄋㍾
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体是非常复杂的，它与社会现实的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相交

叉。在法医遗传学社会研究范围内开展的各种工作，使法医遗传学成为一个自主的研

究领域，正表明了这种关系，这种关系也可通过不同的方法论战略来认识和把握。在

最后一部分，我们将对实证研究做一个简短回顾，这类研究与在刑事司法系统中法医

遗传学的使用有关。

Robin Williams和Paul Johnson（Williams & Johnson, 2004, 2008）以英格兰

和威尔士的具体案例为重点，探讨了在创建DNA技术和国家DNA数据库以及推广使

用的过程中出现的操作、法律和政治方面的问题。考虑到国家DNA数据库由不同的知

识、实践和惯例共同构成，作者分析了不同专业领域的观点。结合文件分析，他们进行

了60次半结构化访谈，采访了一系列多个组织的个人，他们在刑事司法系统中与DNA
分析技术有直接的接触——使用或者评论该技术。这些人员包括警察、法医科学家、

犯罪现 场检查员、法律专业人员、立法者和与人权问题有关的人。

作者所作的分析表明，为了支持其他关于DNA技术和数据库的法医应用的道德主

张，关于DNA潜在应用和实际应用的观点有多么不同。作者区分了DNA的“本质”及

验室社会研究侧重于特定地点（科学实验室）的实践和互动，另一方面，它们突出了现
代社会权力关系的构建和巩固（Knorr-Cetina,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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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刑事侦查中的应用的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基因例外论”强调基因材料的独特

性质，这一观点得到伦理委员会和人权团体成员的普遍支持。第二、“基因组极简主义”

，强调非编码DNA序列在法医用途方面的普通性质，其被刑事司法系统中的公务员所

采用的频率更高。最后，“生物统计学实用主义”，其区分了不同来源的DNA材料和从

这些来源获得的DNA可以进行的合法操作的内容。通常刑事调查人员和检察官以及一

些学术法医专家会采用这一观念（Williams & Johnson, 2004, p. 211）。因此，在他

们大量工作的基础上，作者阐述了社会行为者赋予DNA的观念、意图和解释，以适应

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和背景，即他们的职业和各自的认识文化（Knorr- Cetina, 1999）。
另一个连接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例子是社会学家Christopher Lawless（2011）

的研究。在法医科学服务处（FSS，英国为警方调查提供科学支持的主要服务商）关闭

后，Lawless探讨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对科学与刑事司法系统之间关系演变的影响。这项

研究的开展是基于文献分析、半结构化访谈和焦点小组的研究方式，其中的焦点小组

汇集了来自法医科学商业服务商的专业人员。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Lawless探讨了新

自由主义通过服务私有化重塑科学家和专业的警察人员认知的方式。他还表明了这种

重塑如何与反抗行为共存，这类行为意图抵制将科学转变为服务于立法的商用知识。

因此，Lawless的工作表明，大规模的现象，如资本主义制度和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如何

与微观层面的互动直接交织的。

一些作者继续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旨在理解法医遗传学专业人员的不同观点，并

利用民族志来捕捉和分析一些专业人员的行为方式并为其行为赋予实践意义。在这方

面，我们重点指出了人类学家Corinna Kruse的工作，她参与了瑞典国家法医科学实验

室（Swedish National Laboratory of Forensic Science）的日常程序，并观察检察官

办公室、刑事和犯罪现场司的日常运作以及审判流程。通过这种方式，Kruse能够分析

构成DNA保管链的各种情况。基于一项微观层面的研究（该研究关注社会行为体的实

践和感知），作者表明了法医证据的社会领域如何考虑到知识在一系列认识文化的合

作中产生和传播的方式（Kruse, 2016, p. 148）。
一般而言，到目前为止所提到的研究突出了研究－－根据行为体网络理论

（Latour, 2005）的传统，“遵循了不同级别的权威、可信度和权力行为的方式，并留

下其行动的明显痕迹，如协议、报告、法医样本和法医技术。然而，还有其他边缘行为

体，“既属于又不属于团体的人”（ Quinlan, 2014），他们也在犯罪治理中使用了法医

遗传学。这些行为体的一个例子是，例如，被收集了生物样本的囚犯。在这方面，我们

应参考Helena Machado和Barbara Prainsack编写的奥地利与葡萄牙之间的比较研

究报告。根据和囚犯的访谈，作者试图了解这一群体对基于DNA技术的刑事调查做法

的观点。这项研究揭示了囚犯在DNA技术方面的矛盾观点。一方面，他们认为DNA技

术是确定和判决罪犯或无罪释放嫌疑人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他们对他们可能成为

潜在虐待行为的受害者以及DNA技术在预防犯罪方面的所谓威慑作用表示怀疑和不

确定（Machado & Prainsack,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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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作者继续在公众认知领域展开研究，不管其是通过质量方法（Anderson, 
Stackhouse, Shaw, & Iredale, 2010; Machado & Prainsack, 2012; Stackhouse, 
Anderson, Shaw, & Iredale, 2010; Wilson-Kovacs, Wyatt, & Hauskeller, 2012）还
是定量方法（an extensive review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can be found at Machado 
& Silva, 2019）来研究公众对DNA数据库的认知，他们也都丰富了有关法医遗传学

社会研究的文献。在这方面，我们重点指出了社会学家Dana Wilson-Kovacs及其同

事的工作（Wilson-Kovacs et al., 2012）。他们分析了《大众观察项目》（The Mass 
Observation Project）的结果，这一项目为了收集普通人的生活信息，自1981年以来收

集和分析了人们有关特定主题下一些问题的详细答案。这项研究让我们看到，参与者

是如何将DNA分析视为遗传学中一种较为可信的应用的。

整体来说，这些研究揭示了社会行为体对法医遗传学可能怀有的社会观点（主

观层面）是如何因客观层面而异的，即社会经济状况、职业、性别、种族或族裔等层

面。例如，将囚犯的基因图谱放在警方管理的法医DNA数据库中可能会加剧对犯

罪者的污名化，Machado和Prainsack的研究报告（2012）指出了囚犯对此的想法

（Machado & Prainsack, 2012）。其他研究还显示，来自弱势社会群体以及少数种

族和族裔群体的个人对在刑事司法系统中使用基因证据表现出高度的不信任（Curtis, 
2009; Duster, 2006; Machado & Silva, 2019）。

篾陪
研究“犯罪治理中法医遗传学使用”的社会学方法，让我们意识到有必要多个相

互作用的社会行为体，以及他们开展活动的组织背景。在刑事司法系统中开展关于法

医遗传学的社会学研究也需要考虑宏观、微观、客观和主观层面，这些层面构成了个人

和群体的相互作用和观点的框架并为其提供了背景。

首先，让我们详细思考多个社会行为体，他们均参与在刑事司法系统中法医遗传

学使用相关的社会进程中。在法医遗传学方面，我们有一个明显的异质群体：从接受

犯罪现场采集的生物样本并致力于分析材料的实验室技术人员到在遗传学领域进行

研究的科学家，他们的行动集中在遗传分析技术范围内的创新，而不是直接处理实际

案件。还有一些科学家直接参与刑事案件，但不一定在法医遗传学领域开展研究：他

们通常扮演法医遗传学实验室主任等角色，负责所用分析方法的科学有效性（Cole, 
2013）。最后，在一些国家，刑事侦查警方部队与法医专家组或经过特训的警官一起

开展工作，他们勘察犯罪现场，选择并收集痕迹，随后将这些痕迹转交实验室分析

（Costa, 2017; Kruse, 2016; Santos, 2014）。在刑事司法系统方面，参与的社会行为

体之间差别更大身份也更多元，他们拥有各种类型的专家知识和专业文化。他们在不

同的领域开展工作：从警方部队到法院专业人员等，后者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和陪

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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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犯罪治理中使用法医遗传学也涉及其他社会行为体，其行动范围具有不同的社

会、政治和文化影响：例如，向实验室提供设备、仪器和其他材料的公司，不要忘记其

中一些为法院提供法医遗传学分析的公司（Lawless, 2011; Wienroth, 2018）。另一类

社会行为体是处理伦理和法律问题的团体。这些问题与利用法医遗传学进行刑事鉴定

有关，即通过其作为实体的角色，监督和监测载有数千名公民基因图谱的数据库的活动

（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 2007）。最后，在法医遗传学领域也有一些专业组

织，它们的行动在程序的标准化和统一方面具有国际影响（例如在实验室、执法或司法

方面）：决定在刑事鉴定中应用遗传信息的法律和管理框架的政治家；关注法医DNA
数据库的大规模扩展导致人权被剥夺的风险问题，发挥批评和警示作用的非政府机

构；基因图谱被纳入此类数据库的对象（Machado & Prainsack, 2012），以及其他公

民（Anderson et al., 2010; Stackhouse et al., 2010; Wilson-Kovacs et al., 2012）。
最后，还有另一个群体，也是社会行为体之一，也参与到刑事司法系统中法医遗传

学应用的社会进程，但法医遗传学的社会研究往往忽视了这个群体：犯罪的幸存者和

受害者。据Andrea Quinlan（2014）称，这群社会行为体（她称之为边缘行为体）“

即在法律系统的机构网络内，又在机构网络外” […]‘在内’是因为他们的身体是收集

DNA证据的“犯罪现场”[…]‘在外’因为他们被排除在法律系统内的许多做法之外）。

关注这一组行为者将有可能按照“行为体网络理论”的传统创建一个“自下而上的网

络”（Latour, 2005）。
潜在参与到刑事司法系统基因技术应用的社会现象中的社会行为体，其异质性与

不同的行为、知识、经验和社会观点相契合。因此，各种与社会相关的问题可作为该领

域研究的基础。这本书的不同章节的目的是展示各种主题和问题，可以通过社会学的

观点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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䰕金 本章从历史和社会学角度概述了暴力行为和犯罪行为的生物学解释。文内首先详细

描述了Cesare Lombroso（19世纪）的开创性著作，并强调了生物决定论的风险以及这一研究路

线可能会带来的污名化问题。随后，本章通过重点关注表观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领域的具体研

究，讨论了当前有关犯罪的生物学和遗传学趋势。

本章旨在通过社会学的视角为读者提供对这种趋势的批判性解读。具体而言，本章概述了此

前和当下对犯罪行为的生物学和生物社会学解释会带来的风险，例如排斥、边缘化和污名化等，

这类解读也支撑了这一公民身份概念，即将公民划分为需要被保护的阵营和需要被监控的阵营。

⪩꜄陊 生物决定论；生物遗传学；表观遗传学；神经生物学；污名化；先天；后天

榟擻⬀㲋阷CESARE LOMBROSO 氳蜷⛼
精神病学家Cesare Lombroso（1835–1909）是刑事人类学派创始人，其在犯罪

行为的生物学解释的历史和轨迹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龙勃罗梭的实证主义学派

有两个独特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致力于通过经验观察收集数据。收集的人体测量数

据，如体重、身高和几大身体部位的相对比例，旨在根据所谓的数字客观性获得对罪犯

的了解（Rose & Abi-Rached, 2013, p. 170）。龙勃罗梭方法的第二个显著特点与一大

前提有关，即个体的犯罪倾向烙印在其生物基因中（Walklate, 2007）。根据作者的方

法，这意味着犯罪倾向可以通过“可见的犯罪标志”来确定，这些标志体现在身体、道

德、退化和不可改变的特征上（Cole, 2001; Horn, 2003; Rose, 2000）。
Lombroso在其著作《犯罪人论》（1876年，L’Uomo Delinquente）和《犯罪原因

及其防治》（1899年，Le Crime, causes et remèdes）中（其研究背景受到了达尔文自

然选择学说的影响）辩护称，“罪犯”具有生物学劣势的特征，具有“返祖”的生理和

心理特征，并在这些特征上表现出遗传特性。这些特征被认为是人类早期进化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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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Dunnage, 2018; Newburn, 2007; Twine, 2002; Walklate, 2007）。在此基

础上，Lombroso勾勒出“天生犯罪人”即在生物学上具有犯罪行为倾向的人的“理想

型”特征。在其列出的生理特征中包括形状或大小“异常”的颅头盖骨和脸庞、厚重的

眉毛、齿列不齐、大而形变的耳朵、不对称的身体和大的手臂、手和脚。Lombroso认
为，在行为和人格特征方面，这些人的特点是痛觉缺失、残忍、鲁莽、厌恶工作、不稳

定、虚荣、迷信和性早熟。由此，Lombroso通过生物学特征的隐含假设和明确假设描

绘了一幅罪犯的大致画像，其认为这些生物学特征独立于特定的历史、社会或政治背景

（Klein, 2013, p. 195; Smart, 1995）。
这一方法在科学和政治上影响深远，传播范围很广。根据犯罪实证主义的假设，如

果一个人的犯罪行为可以由其固有的个人特征决定，那么司法系统的目标就必须是剥

夺这些个体的犯罪能力并实施治疗，直到他们不再对社会构成威胁（Walklate, 2007
）。这种逻辑构成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美国和欧洲盛行的优生策略（Aungles, 
1990; Duster, 2003; Rose, 2000），其中包括诸如永久隔离、婚姻限制、限制性移民政

策和强制绝育等举措（Newburn, 2007）。
优生策略形成了一个具有多种模式的运动以及一段值得质疑的历史，部分原因是

与1930年纳粹采用的优生哲学相关（Newburn, 2007）。在产生这种负面影响后，关

于犯罪行为的生物学理论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并引起了争议。这些理论因此被排挤到科

学界边缘地带，多年来成为科学蒙昧主义的代名词（Machado, 2015）。

敨糇车╙氳榟擻鸆⚩㰣鉯ꄂ
尽管生物决定论这一假设一直饱受争议，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将生物学和

遗传学放在研究前沿，振兴并合法化此类研究的趋势日益增长（Baker, Tuvblad, & 
Raine, 2010; Mednick, Moffitt, & Stack, 1987; Walsh & Beaver, 2009）。这些基于

Lombroso及其后继者所捍卫的生物决定论的方法造成了不良影响，为了摆脱这些影

响，复兴犯罪行为的生物遗传学解释，人们需要依靠的是与此前观点不同的特征。在这

方面，有几项指导原则十分突出。第一项指导原则关注了暴力行为和犯罪行为，科学界

认为这是最“可能”受到生物因素影响的行为。在这种背景下，人们认为从公共卫生角

度调查流行病学战略具有潜在效用（Akers & Lanier, 2009; Lanier, 2010），特别是

那些旨在计算在生物学上有犯罪倾向的风险的策略（Raine, 2013）
因此，利益的核心之处不再是寻找犯罪基因或攻击性基因，而是去识别、干预、防

范和阻止风险，来确定可能增加个人暴力行为倾向的问题所在（Rose & Abi- Rached, 
2013）。正如Nikolas Rose和Joelle Abi-Rached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做法完全符合我

们目前社会政治相结合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犯罪不仅被视为违法行为，而且也被视

为造成经济负担的公共安全问题。用作者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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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防范、阻止和预防的控制战略中，问题的重心从犯罪发生后做出回应

转移到制定预测和预防方案，这些方案根据一种将遗传和神经生物学因素与

家庭生活、父母行为、贫困、住房和其他环境因素相结合的算法确定潜在风

险对象。至少在暴力行为或冲动行为方面，犯罪被重新定义为公共卫生问题。

（Rose & Abi-Rached, 2013,p. 190）

从生物遗传学角度解读犯罪行为的方式再度兴起与遗传学和神经科学的出现和

巩固密切相关。这些具有重大象征权力的新学科能够为一些研究赋予科学意义，那些

研究的目的是让人体生物学转化为可解读的实体（Pavlich, 2009; Rose, 2000; Twine, 
2002; Walby & Carrier, 2010）。然而，19世纪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研究焦点落

在了臼齿这一部位上，臼齿有形可见、易于专家探究。但如今，专家除了关注生理特征

外，还会关注分子层面的信息。现今的生物测定技术和可视化设备繁多且日益精密，

有机体的内部情况也因此可被读取，同时可以在分子层面上分解、解剖、处理和详述

（Rose, 2001, 2007）。这类生物测定技术旨在读取罪犯的身体信息，其中一个例子就

是将在第七章中讨论的法医DNA表型分析。

读取身体信息的新技术不断增多，而这巩固了人体数据化的新本体论（French 
& Smith, 2016; Hindmarsh & Prainsack, 2010; Kloppenburg & van der Ploeg,  
2018; Smith, 2016）。这一本体论基于这样一个概念，即对人体的解读是获取个人身份

客观且无可辩驳的真理来源。（Aas, 2006; Kloppenburg & van der Ploeg, 2018）。
最后，将生物学与犯罪相关联的这波研究风潮的复兴还有另一个指导原则，就是

纳入将遗传因素与社会环境和个人心理特征相结合的视角（Walsh & Beaver, 2009），
本章下一节将详细讨论这一主题。

⩝㛿㵒⺵㛿
表观遗传学是近期最清楚地说明了生物遗传学和社会层面之间的联系的趋势之

一。简单地说，表观遗传学是后基因组研究的新领域，一直在不断增长和发展，且速度

越来越快。表观遗传学研究了在不改变DNA序列的情况下调节基因作用的分子机制。

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原则传达了表观遗传机制的思想：（1）对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敏

感，换言之，生物系统不是完全由内生性决定的，而是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应对环境变化

（Loi, Del Savio, & Stupka, 2013, p. 143）；（2）在早期发展阶段建立，终生都可看

到其影响表现；3）可能会遗传给后代（Hedlund, 2012; Loi et al., 2013）；（4）可能可

以通过药理学和／或行为干预逆转（Tremblay & Szyf, 2010）。
尽管表观遗传学领域的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早期的科学发现，是在实验条件下在

动物身上进行的研究，但人们非常渴望将初步结果外推到人类行为上（Richardson, 
2015）。科学界和主流文化都对这一后基因组研究领域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潜在用途表

现出了显著的兴趣（Meloni & Test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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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表观遗传学所持有的潜能，研究人员的态度和反应却一分为二。一方

面，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表观遗传学是一种认识到社会因素重要性的新思维方式。另一

方面，其他人仍然怀疑这种新方法是否表示生物中心主义的意味变淡了，或者它只是

一种伪装的方式，目的是再次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提出“简单”的生物解释。（Lloyd & 
Müller, 2018, pp. 675–676）。在第二种观点中，一些作者已经注意到一个事实，表观

遗传学方法可以构成生物决定论的一种新类型（Richardson, 2015)。正如Stephanie 
Lloyd和Ruth Müller所概述的那样，“环境表观遗传学也可能产生生物本质主义的

新形式，尤其在表观遗传修饰被界定为永久性的身体标记，决定了暴露在潜在‘有害环

境’中的个人和群体的潜能的情况下”（ Lloyd & Müller, 2018, p. 676）。
犯罪行为的研究是更容易“吸收”表观遗传学的研究成果的领域之一。Richard 

E. Tremblay是该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是都柏林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的心理学教授，被期刊《自然》称为“偶然的表观遗传学家”（Hall, 2013）。
在对有攻击性行为的学龄前儿童进行了为期几年的纵向研究后，Richard Tremblay
得出结论破坏性行为在最早期的婴儿阶段更为突出。之后，他开始与麦吉尔大学

（McGill University）的遗传学家、药理学和治疗学教授Moshe Szyf合作。两位学者

共同创造了一种方法，通过表观遗传学探索慢性攻击行为的发展（Tremblay & Szyf, 
2010）。

简言之，Tremblay和Szyf认为，由环境和母亲产前产后养育子女的方式所调节的

表观遗传标记，对于确定个体攻击性行为的倾向程度而言至关重要。因此，受孕的时

刻甚至是受孕前的时刻，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观点下，母亲被认为是决定孩子

未来行为的基本因素。两位学者列举了以下与母亲相关的具体风险因素：幼年怀孕、行

为问题史、教育资源不足、有烟草、酒精和其他物质的消费习惯、心理健康问题、亲密

关系问题、贫困和强迫孕产（Tremblay, 2010; Tremblay & Szyf, 2010）。
Tremblay和Szyf支持建立和实施预防女性早熟的策略和代际预防策略。据两

位作者而言，支持这一极具争议的观点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拥有全部或部分风

险因素的妇女生出具有攻击性行为的孩子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根据作者的说法，社

会必须投入大量的临产干预措施，以便对特定群体的妇女采取预防和纠正措施。据

Richard Tremblay所说：

证据表明，为了防止形成严重的破坏性行为问题，最晚应当在受孕初期针对有

社会适应问题史的女性展开干预措施。从本质上说，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对破

坏性行为预防的想法：男性受到的影响要大得多，但女性应该是我们的首要目

标，以防止新一代的男性和女性出现破坏性行为。（Tremblay, 2010, p. 357）

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控制程度已经很高，如果将母亲的身体构想为“表观遗传载

体”，那么无疑会推动加深这种情况的政策的出现。（Richardson, 2015）。此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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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述，“妇女”这一类别并非简单地从表观遗传方法中产生：这一观点关注来自弱

势社会背景、面对着具体的压迫和歧视的妇女，这些社会背景又与阶级、种族、年龄和

族裔等因素相关联（Andersen & Collins, 2004; Burgess-Proctor, 2006; Weber, 
2001）。这表明，这些方法可能会歧视和侵害更弱势的社会群体。因为这些方法扩大

了在生育女性身体上实施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影响力和传播范围。（Richardson, 2015; 
Richardson et al., 2014）。

然而，这种集体和个体责任的重塑不限于最近的表观遗传学方法（Meloni & 
Testa, 2014; Pickersgill, Niewöhner, Müller, Martin, & Cunningham- Burley, 
2013; Richardson, 2015）。在试图解释犯罪行为时，Nikolas Rose和Joelle Abi-
Rached（2013）通过分析神经科学的发展轨迹，说明了为什么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支

持“儿童剥夺、大脑发育和未来行为问题”之间存在联系，尤其是在我们相信儿童的

大脑具有可塑性且非常受其客观生活条件影响的假设的情况下。一些作者认为，在婴

儿期被忽视的儿童更容易在生命的后期形成反社会行为（Perry, 2002, 2009）。正如

Rose和Abi-ra所指出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并通过不同的合法来源，家庭被认为

是形成犯罪行为的中心：

我们发现，人们一再提出的论点是，应通过家庭治理儿童，尽量减少许多社会

弊病，包括犯罪和反社会行为。[…] 社会正义似乎不在于解决结构性不平等、

贫穷、住房条件差、失业等问题的根源，而在于以培养好公民的名义管理父

母。（Rose & Abi-Rached, 2013, p. 196）

这种方法将家庭作为解释犯罪行为的基石，构成了生物公民身份的新模式。一方

面，这类方法允许将某些个体的身体设想为对公共健康和安全的威胁。另一方面，这

些方法强调了易形成攻击性和犯罪行为的潜在遗传倾向，同时将整个家庭视为潜在威

胁。这一行动方针的基础是“不良公民”概念的出现，换言之，在生物学上被归类为易

受风险影响的个人。而当局有理由对这类人实施一套控制和监测的行动和政策，即使

并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有任何异常行为或犯罪行为（Rose, 2000, p. 17）。

篾陪
尽管犯罪行为的生物遗传学学派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并被认为是“不良科学”，

但该学派的复兴是当前犯罪治理框架中一个必然会出现的里程碑。这种倾向反映了当

代社会的遗传化、分子化和生物学化。

目前的研究范围越来越集中于人体数据化本体论，我们似乎看到先天和后天之间

的界限变得模糊。尽管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基因和技术的象征权力有可能构成新

的生物决定论的方式。这种决定论可能透过其影响和传播范围，扩大和深化某些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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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边缘化程度。这些群体按照性别、种族和阶级的社会类别被划分，再通过生物

基因方法区分为守法公民和不良公民，前者应受到保护，后者在母胎中就应立即受到

监测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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䰕金 DNA图谱在刑事司法系统的行动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因技术为刑事调查提

供支持，同时也被视为极具产生法庭证据的价值潜力。本章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方面，描述和解

释DNA技术在刑事调查中的使用方式，以及在刑事诉讼中成为DNA证据的方式；另一方面，本章

旨在系统化社会学科的主要学术文献，这些文献是为了研究刑事司法系统中DNA技术所产生的

社会影响以及在其文化与专业实践方面带来的转变。此外，本章还特别关注人们对DNA技术“

准确无误”的高期待背后的社会本质，以及媒体如何描绘法医遗传学的用途并进一步加剧了此类

观念。

⪩꜄陊 托管链；刑事侦查；法院；无误神话；CSI效应

DNA䤗儛⹖⪭㏇⮔◄❰刧╈氳䈒榫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DNA技术在世界各地的司法系统中发挥着至重要的作用

（Hindmarsh & Prainsack, 2010; Kruse, 2016; Lawless, 2016; Lynch, Cole, 
McNally, & Jordan, 2008; Toom, 2018; Williams & Johnson, 2008）。DNA技术支

持信息的收集，有助于刑事侦查，DNA证据也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司法价值。

然而，围绕着DNA技术的“准确可靠”的光环催生的期望经常被夸大化，且与刑

事调查的具体现实脱节。因此，必须认识和确定使用DNA技术所产生的潜在风险，

以防止可能出现的错误和对公民权利的威胁，包括坚持无罪推定、基因隐私以及嫌疑

人或被控犯罪者的道德和人身完整性（McCartney, 2006; Murphy, 2007; 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 2007）。

人们通常认为利用DNA图谱识别个体是自指纹鉴定（Lynch et al., 2008）以来法

医学领域中最重要的发现，甚至被几位作者指定为现代人类身份识别的最重要手段。

就“DNA个体识别的应用”展开研究取决于DNA和通常为称为“非编码DNA”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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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阔区域。这些基因间区域揭示了被认为是个体独有的特定化学序列，因此产生了“

遗传指纹”。比较不同的“遗传指纹”使我们能够观察不同的DNA样本是来自同一个

体还是不同个体。不同样本的提供者之间也存在一种可以比较的生物遗传关系。总

之，除同卵双胞胎外，每个人的DNA都独一无二。

一种新的法医鉴定认识论（Cole, 2009）声称不可能“完美”地区分个体，因此，

我们应该谈论的是概率而不是确定性（Kaye, 2009; Saks & Koehler, 2008）。科学权

威人士一般认为，绝对的个体区分是一个理论目标，但即使排除同卵双胞胎，在DNA
图谱分析中纳入更多的标记，也会增加观察到体细胞突变的可能性，即个体内异质性

（Amorim, 2002）。
法医DNA分析通常包括比较从犯罪相关的特定地点、物体或人收集的生物样本

中提取的遗传图谱，以确定这些样本来自特定个体（例如，来自特定的犯罪嫌疑人或受

害者）的可能性。在犯罪现场收集的生物物质，如血液、毛发、精液、尿液、皮肤、唾液、

汗液和眼泪，都含有DNA。DNA样本也可以从以下方式中获取，被鉴定人的口腔涂片

或收集的头发样品（包括发根，因为它们含有分析所需的细胞）、血液样本（现在通常

通过刺破手指来获取）或通过刮擦身体的一部分以获取个体的皮肤小样本。

称为聚合酶链式反应（PCR）的分子生物学技术是分析DNA多态性的基础。借助

这项技术，人们可以在体外复制、扩增和分析DNA的痕量。现在，这种技术经常用于

制备鉴定犯罪的DNA图谱，并且可以将嫌疑犯的基因与血液、头发、唾液或精子样本

进行匹配。DNA图谱还经常用于法医民用身份鉴定，特别是用于亲子鉴定和失踪人员

和遗骸的鉴定（Bier, 2018; Smith, 2017; Toom, 2017）。
DNA图谱带来了一个技术问题，在收集样本以及在科学实验室中，DNA都可

能受到外部污染。这一污染现象经常在犯罪现场、陈旧退化的样本、尸体和人类遗

骸中发生。由于DNA的量不足或被降解而造成图谱不完整时，可能会出现错误识别

（Murphy, 2007）。
除上述风险之外，DNA分析所能获得的信息类型还可能造成一些伦理问题。虽然

传统指纹只能显示个体身份，但用于DNA图谱的样本可能会显示更多信息，即个人可

能不知道的亲属关系（Haimes, 2006; Kim, Mammo, Siegel, & Katsanis, 2011）。
随着人类基因组知识的进步，即使是所谓的非编码DNA将来也可能与敏感信息有关，

如疾病和行为特征（Duster, 2003; Williams & Johnson, 2004a）。
“基因鉴定无误”的神话本身会制约警察的调查和法庭上证据的评估。因此，有

必要质疑DNA证据的可靠性和适用范围，以及每一案件相关情况的考虑。因此，将

DNA图谱作为一种证据时，有必要保证预防措施的实施，因为在特定情况中，DNA
图谱可能引起争议，也可能导致滥用或司法错误（Gill, 2014, 2016; Schiffer & 
Champo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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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敨糇朆㏜⮽㲓뀰㲝⽰嫏䉁
DNA技术在刑事司法系统中的使用涉及多类专业人员和不同领域。在所谓的监

管链框架内，重点被放在了犯罪现场及其观察上，以识别和收集之后可能有助于查明

犯罪者的生物痕迹。随后，在实验室环境中分析生物痕迹。最后，将DNA分析的科学

报告提交给法庭上的案件审判官。

社会科学研究表明，早期的技术争议不断。DNA技术刚应用于个体识别时，人们

对其可信度和稳健性仍存怀疑。（Aronson, 2007; Jasanoff, 1995; Lynch & Jasanoff, 
1998）。然而，DNA检测由于其识别犯罪嫌疑人的无与伦比的能力而获得了更受尊重

的地位（Lynch et al., 2008; Williams & Johnson, 2008）。正如Michael Lynch所
说，DNA测试被视为“刑法中一种特殊甚至绝对可信的来源和对象”（Lynch, 2013, 
p. 60）。

为了提高警察刑事侦查实践的质量和有效性而设计新概念和新方法时，常常会出

现有关法医DNA图谱的操作效用和科学地位的主张。（Williams & Johnson, 2008
）。因此，人们通常会认为法医DNA证据能够提升治安实践，具有与DNA技术的科学

权威相关的某种程度的“客观性”（Cole & Lynch, 2006; Costa, 2017; Santos, 2014
）。然而，与警方部队进行的研究显示，专业警方人员认为，DNA检测会受到各种意外

情况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DNA检测应主要被视为一种情报来源，在刑事调查中与其

他类型的线索和证据一起纳入考虑（Huey, 2010; Machado & Granja, 2019）。
简而言之，正如人类学家Corinna Kruse（2016）在有关瑞典司法系统的研究中

指出的那样，DNA证据的观点和用途往往各不相同。参与犯罪调查和决定嫌疑人是否

应该被指控或无罪的各类专业人员，在法医遗传学的价值方面构建了不同的含义和解

释。作者阐述了不同专业人员对DNA测试的多重含义，如下所示：

对犯罪现场技术人员来说，法医证据是可以通过犯罪现场的痕迹（…）产生

的事物。对一个警察调查员来说，法医证据可以帮助他或她评估一个人的证

词。对法医科学家来说，法医证据是一种需要分析和评估的痕迹（…）对检

察官来说，法医证据是帮助他或她说服法庭承认被告有罪的事物。对法官来

说，法医证据是可靠的，是他们评估案件的一个支撑点（Kruse, 2016, pp. 
155–156）。

DNA证据与每个社会和专业群体的期望、认知文化（Knorr-Cetina, 1999）以
及目标有关，而非产生真相的机器。对于DNA技术在刑事侦查方面可以实现的效果，

没有统一和绝对的看法：刑事调查人员的期望与科学家的坚定主张或法官、律师、

陪审员甚至罪犯的期望是不一致的。DNA技术的存在也使不同的传统、文化、语言

和程序相互碰撞：其立即将科学和法律置于对话和紧张关系之中（Edmond,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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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anoff, 2006）。虽然科学旨在传达“中立”和“客观”的知识，但法律制度的内在使

命是试图在科学证据的基础上确立“事实真相”，并决定被控犯罪的人是否有罪。简

言之，DNA图谱由一个变革性和偶然性的过程所决定，这个过程涉及多个行动体、

实践和组织结构。为了获得可信和可靠的地位，DNA鉴定需要经历一系列突出技术、

科学、法律和官僚程序的事件，社会学家Michael Lynch和他的同事（Lynch et al., 
2008）称之为“行政客观性”。

CSI䷞䈒⹖⪭注⪩곽ꢣ
利用法医遗传学的潜力进行刑事调查已经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助长了一种许多人

称之为“CSI效应”的现象。有关刑事侦查的电视节目关注的是技术：真正的警察英

雄不再是侦探，而是法医鉴定技术（Kruse, 2010; Machado & Prainsack, 2012）
。DNA证据在这方面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象征着一种意识形态——机器

比人类的行动和知识更可靠和“更安全”。

尽管对于是否存在“CSI效应”以及这一现象的确切性质尚无共识（参见Ley, 
Jankowski, & Brewer, 2010），但其通常与这样的观念有关，据称法官和陪审团更重

视通过应用分子遗传技术获得的证据而不是其他类型的证据。受DNA技术启发的

警察故事使用的文化形象反映了一种主导观念，人们通常认为这种观念准确且绝对。

这类观念的出现与研究人员的工作和法医鉴定技术的决定性力量有关——特别是与

DNA证据 “绝对可靠”的观念有关。这一套思想不仅通过关注法医科学应用的犯罪

题材电视剧传播，而且还通过新闻记者、律师和司法系统中的其他行为者，如法官、检

察官，还有警官自己来传播。

媒体如何描述法医侦查技术在刑事侦查中的应用，这类报道对不同受众的影响

如何，近年来，有关此类的学术研究有所增加。这些研究特别关注对抗性司法系统，在

该系统中，陪审员和大律师处于中心地位：陪审团（公民）可以决定被指控的人（被告）

是否有罪，由各方代表对接受审判的证据的有效性和意义进行辩论。法官通常扮演一

个“被动仲裁员”的角色，负责确定审判规则，以及所提出的证据是否可以接受。

关于所谓“CSI”效应的现有文献主要讨论了电视连续剧如何塑造观众对DNA技

术、常规犯罪现场分析程序和用于识别刑事罪犯的步骤的看法，因为观众通常远离刑

事调查和法庭工作的“现实世界”。这些研究的主要焦点是电视剧对不同观众的影响，

诸如CSI效应（Brewer & Ley, 2010; Schweitzer & Saks, 2007），以及对陪审员、法

院传唤来评估可能涉及DNA证据且复杂的刑事案件的普通公民、法官和警方调查人

员本身（Cole & Dioso-Villa, 2007; Durnal, 2010; Huey, 2010; Shelton, Kim, & 
Barak, 2006）。

此外，还有一个研究小组重点关注服刑的特定社会群体和个人，如何看待媒体

关于DNA技术的信息。根据现有研究（Machado & Prainsack, 2012; Mach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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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os, & Silva, 2011; Prainsack & Kitzberger, 2009），囚犯倾向于认为，DNA证

据在识别方面几乎具有绝对的力量，因为他们认为，基因图谱是一种具有证明和犯罪

识别能力的技术，远远优于指纹。然而，这些囚犯并不认为DNA技术拥有绝对的正确

性：他们强调了人为错误的可能性，并强烈怀疑警察或恶意的个人可能故意在犯罪现

场“植入”生物痕迹，来给他们定罪。他们还表示，他们担心当局会谎称存在DNA证

据，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词（Machado et al., 2011）。
电视连续剧对司法系统的专业人士的影响方面，还有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法

医科学界对所谓公众认知缺乏的担忧。许多法医遗传学家认为，CSI效应加上人们对

DNA证据解释存在概率的情况缺乏了解，是他们向刑事司法系统人员传达DNA分析

结果时遇到的主要障碍（Amorim, 2012; Amorim et al., 2016）。最近一项关于此

话题的研究（基于欧洲法医遗传学界的成员的观念）强调了科学家的担忧，司法系统的

专业人士和公众对DNA作为法庭案件证据的能力给予了过度的“热情”和 “积极”

的重视。（Amelung, Granja, & Machado, 2019）。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目前存在几

项应对此类风险沟通的战略。例如为评估性专家报告提供正确做法的具体模型，并在

如欧洲法庭科学研究网工作组（European Network of Forensic Science Institutes, 
ENFSI）等专业网络中提出评估报告的标准（Biedermann, Champod, & Willis, 
2017）。

篾陪
在法医遗传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与在刑事司法系统中使用DNA技术相关的风险

最常见于文献中，这与基因鉴定的无误神话有关。学术研究揭示了与DNA技术据称

的无误性有关的概念会影响警方的调查，并影响法庭评估证据的方式。为此，应当对

DNA证据的框架提出质疑，并考虑每个具体案件的情况。其中一种方法就是要认识到

DNA图谱只应作为支持其他类型证据的手段，并保障平等获得证据、辩护和起诉的原

则，大多数司法系统已经可以做到这一点。

使用DNA技术带来的另一个风险，应与其绝对可靠的神话一起分析。这个风险与

社会不平等所引起的污名化有关，警察部门一旦决定收集某些个人的生物样本，而损

害其他人的利益，就会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关于社会学和犯罪学的文献系统地提到了

警方的实践主要是针对被认为构成风险的个人和社区的方式。这种怀疑的风险使警方

从所谓少数民族中最贫困的社会群体和个人中进行身份识别并收集数据（DNA图谱

和其他生物特征数据）（Chow-White & Duster, 2011; Cole & Lynch, 2006; Duster, 
2006; Skinner, 2013; Williams & Johnson, 200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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䰕金 为了支持刑事司法系统的行动，世界各地都在不断扩张犯罪分子DNA数据库。通过

汇集不同数字信息来源的技术来预防和预测犯罪风险（所谓的大数据的潜在用途之一），这种方

式日益被视为犯罪治理领域颇有前景的战略。本章概述了犯罪人口基因监测技术系统的发展情

况。在全球范围内DNA数据库和大数据的使用越来越普遍，本章还全面概述了与此相关的道德、

社会和政治的主要挑战。

⪩꜄陊 DNA数据库；大数据；伦理挑战；基因监测

⟔䕜炙⚢╈氳丘䩺䷅꥘
法医遗传学已成为世界各地司法系统用于收集刑事调查和法庭诉讼证据的重要

资源（Hindmarsh & Prainsack, 2010）。法医遗传学在该系统中的最突出的应用是

创建和扩张中央国家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按照每个国家立法定义的标准添加和存储

基因图谱（Santos, Machado, & Silva,2013)。这些数据库可载有被定罪人、嫌疑人、

受害者、志愿者和其他相关人士的基因图谱，用以刑事调查。

数据库提供从一系列个体收集的生物样本的基因图谱。在即将进行的刑事调查

中，可对犯罪现场或受害者尸体上发现的痕迹进行分析，并将所得DNA图谱与基因法

医数据库中的DNA图谱进行比较，从而在匹配结果呈阳性的情况下，能够确定这一痕

迹的来源。

带有基因图谱的法医数据库的建立始于1990年代中期。英格兰和威尔士于1995
年创建了第一个法医基因数据库，荷兰（1997年）、奥地利（1997年）和德国（1998年）

等国也相继创建了这一数据库。据估计，目前全世界有69个国家在运行这类数据库，至

少有34个国家正在开始运行本国的数据库（Interpol, 2016; Prainsack & Aronson, 
2015）。此类数据库遍布于世界各地，特别是欧洲和北美：然而，最近的事态发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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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印度和韩国，这类数据库正日益扩张（Forensic Genetics 
Policy Initiative, 2017）。

创建支持刑事调查的数据库符合所谓的信息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许多

作者认为信息社会是一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监视程度最高的社会（Boersma, 
Van Brakel, Fonio, & Wagenaar, 2014; Garland, 2001; Lyon, 1992, 2006; Marx, 
2002; Norris & Armstrong, 1999）。科技不断发展，数字世界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与

大规模收集公民信息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数据诞生了。大数据可以被定义为这

样一种技术，其聚集和分析大量数据，并将其转换为算法，通过运用计算指数对其进

行数值分类和识别，从中可以提取信息。该技术可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包括商

业、消费、卫生、社会保障、市场营销和移民。在本书中，作者将仔细关注与大数据在刑

事调查和安全领域方面的应用潜力相关的期望（Brayne, 2017; Chan & Moses, 2015, 
2017; Tsianos & Kuster, 2016）。本章的各部分将介绍和简要讨论在刑事调查中使用

法医DNA数据库和大数据所带来的复杂性和挑战。

┚✳榫嫏⵴DNA丘䩺䈑僗⪩氳⚰杼ꠋ겗
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法医基因数据库有助于刑事调查活动和形成司法系统的

证据，并最终可能有助于预防和威慑犯罪（Santos et al., 2013; Walsh, Buckleton, 
Ribaux, Roux, & Raymond, 2008）。然而，此类数据库的使用带来了各种复杂的道

德、社会和政治问题，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必须在各种社会行为体——立法者、司法工

作者、法医专家、政治家适当参与的背景下考虑这些问题（Machado & Silva, 2015a, 
2015b; Wienroth, Morling, & Williams, 2014）。来自不同专业领域和科学学科的评

论员指出需要考虑以下问题，即在使用法医基因数据库时，应考虑到伦理问题和尊重

基本人权的需要，如自由、自主、隐私、无罪推定和平等（Amankwaa & McCartney, 
2018; Krimsky & Simoncelli, 2011; Van Camp & Dierickx, 2007）。

用以刑事调查的DNA数据库背后存在各种伦理问题，其中最具争议的问题和一个

标准有关，这个标准决定了载入的DNA图谱以及数据的收集、保存、使用和流通。此

类数据库的使用越发普遍，其明显趋势突出了这一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面可能

会引起道德问题，下文将列出这些问题（Hindmarsh & Prainsack, 2010; Prainsack 
& Aronson, 2015）。

DNA分析的无误性神话可能会导致人们忽视可能存在的实验室错误和其他错

误，并导致其他类型的证据在法庭上被边缘化，甚至被消除。识别错误可能具有深远

和不可补救的影响，因此保证所有技术程序的质量也是一个道德问题。

数据库有可能通过家庭搜寻功能来建立个体的亲属关系（见第7章），即使这种信

息甚至可能不为被记录者所知。数据库也有可能侵犯个人私生活或破坏道德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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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DNA数据库再次催生了社会不平等现象，并加强了这种现象。特定少数群

体的成员更有可能被纳入法医DNA数据库，并受到更多的监视（Chow-White & 
Duster, 2011; Skinner, 2012, 2013, 2018）。Robin Williams和Paul Johnson（2004
）的开创性工作在这方面至关重要，因为其分析了基于DNA数据而开展的监测活动的

独特性质，并影响了对怀疑的解读。作者认为，DNA数据库允许“重构监视”，形成了

一个巡回监视系统。该系统保存着有追溯效力的信息，这意味着人们及其行为不受监

视，而是利用专家实践进行推理重建（Williams & Johnson, 2004, pp. 3–6）。正如

作者所指出的，“DNA数据库的速度、效率、自动化和准确性在治安史上是无与伦比

的”（Williams & Johnson, 2004, p. 8）。此外，Williams和Johnson解释说，DNA
数据库构成“一种监测，主要涉及‘管理’那些已经被认为是罪犯的人，将他们与普通

大众区分开来，并通过稳妥的检测方式来管理他们”（Williams & Johnson, 2004, p. 
11）。

最后，重要的是要注意，创建和维护一个DNA数据库的成本很高，没有任何研究

能提供一致性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功效、效用和威慑效果（Toom, Granja, & Ludwig, 
2019）。这项技术的好处是否能证明这项投资的合理性？换句话说，是否可以认为，这

些资源将更好地用于预防犯罪的政策、让罪犯重新融入社会和（或）用于加强对社会

最弱势群体的保护？

1997年，法律和伦理学专家Derick Beyleveld提出了他所称的热情模式（“热情

阵营”）和悲观模式（“敌对阵营”）的分类，这两种模式权衡了使用法医DNA数据库

有关的风险和利益。这种关于一般模型的建议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结构，其有选择地强

调了具体现实的某些方面（Beyleveld, 1997）。
在刑事司法中使用DNA数据库的热情模式似乎是基于一种侧重于识别和惩罚罪

犯以及威慑犯罪的刑事司法模式。人们普遍认为，原则上，所有个人都可能有罪，司法

系统的目的之一是查明谁实际犯了罪，然后惩罚他们。关于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

关系的规范问题，这一立场的指导原则是肯定社区利益的相对优势，认为维护人民的

安全和打击犯罪是共同的利益，有理由限制个人权利。从这个角度来看，重点是在更大

范围上获得效率，识别罪犯并重视在控制个人和确保安全方面具有更有效结构的社会

（Beyleveld, 1997）。
悲观模式强调在刑事司法系统中使用DNA数据库存在的潜在风险和缺点，并认

为司法系统的主要目的是揭露真相和保护无辜人民的权利。一般认为，原则上，被告

在被证明有罪之前应被推定为无罪。因此，应特别注意保护被告免遭错误审判的程

序，并确保为辩护和起诉阶段提供平等的证据。这一立场使人们更多地反思民主可能

会带来的有害后果。当DNA数据库纳入信息的标准的扩展可能并不完全，且不符合潜

在利益时，一个社会却选择将人民安全视为最高利益，那么可能就会引起这样的后果。

（Beyleveld,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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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无论是在立法、政治或专家方面，还是在普通公民的简单假设方

面，我们都很难找到极端立场的经验证据（Machado & Silva, 2015b; Williams & 
Johnson, 2004）。而更容易找到的是妥协办法，即需要在保障人民安全和打击犯罪之

间取得平衡，同时维护公民权利、自由和保障（Amankwaa, 2018; Wilson-Kovacs, 
2014; Wilson-Kovacs, Wyatt, & Hauskeller, 2012）。然而，对这种理想平衡的寻找

和论证是有区别的。辩论倾向于一方的立场，并反映了对以下问题的不同看法：刑事司

法系统的主要目标和方向应是什么，道德指导原则应是什么，不同社会、专业或政治团

体的具体议程和利益是什么（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 2007）。

埫孙㎁㳄嫏⵴鸆⚩丘䩺䈑哮⬅
法医遗传数据库的规模及其组织和管理的类型各不相同。立法可说明DNA数据

库的可能目的或用途，区分刑事鉴定、民事鉴定和科学研究目的。立法还可以建立查

阅数据库中信息的范围和方式；例如，是否所有当局（司法当局或警察部门）都可以查

阅，或是否只限于司法系统的某些人员查阅。或者是否仅可传送基因图谱之间的匹配

信息，或者是否也可传送其它信息（例如，与基因图谱识别者有关的个人数据）。

其他通常由国家立法确认的事物包括各种与标准有关的问题，该标准确定了基

因图谱和生物样本的载入和提取。不同国家的立法有不同的选择，根据所犯罪行的类

型、可能判刑的最长期限、个人的特点和再次发生的可能性等标准，确定使用DNA数

据库的范围和程度。因此，预计立法将回应下列问题：哪些个人和在何种情况下应将个

人简介载入DNA数据库？从嫌疑犯或罪犯身上采集的生物样本的应如何处理？保留

DNA图谱和样本的最后期限是多久？

一般而言，载入和消除图谱和样本的管理标准对图谱数据库规模的影响最显

著。Filipe Santos及其同事对欧洲DNA数据库的立法趋势进行了研究，据称有些国家

的立法范围很广，有些则很窄（Santos et al., 2013）。以此为分类依据，限制性立法的

国家是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法国、荷兰、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葡萄牙和

瑞典，而广义立法的国家是奥地利、丹麦、苏格兰、斯洛伐克、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

亚、立陶宛和英国（英格兰、威尔士）。

据作者称，如果某项具体法律对因法医目的（无论是嫌疑人还是被定罪者）而将个

人DNA图谱载入DNA数据库的行为的限制很少（例如，载入所有涉嫌犯有应受惩罪

行的个人DNA图谱），则该国可被认定在数据库发展方面具有扩张主义倾向。相比之

下，具有限制性倾向的国家的当前立法含有各类限制，会约束和限制DNA数据库的使

用——例如，强制限制可载入图谱的犯罪审判的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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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5.1�埫孙萴䇕╄嫏⵴鸆⚩丘䩺䈑氳鈺嘗
国家 人口 载入数据库的个体总数 数据库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

德国 82,000,000 857,000 1.0%

奥地利 8,100,000 203,054 2.5%

丹麦 5,500,000 116,433 2.1%

法国 66,030,000 3,282,418 5.0%

荷兰 17,000,000 237,254 1.4%

苏格兰 5,500,000 311,107 5.7%

匈牙利 9,982,000 148,384 1.5%

英格兰和威尔士 53,700,000 4,733,755 8.8%

瑞典 9,894,888 153,008 1.5%

资料来源：ENFSI (2016)

应当指出，扩张主义倾向和限制性倾向之间明显的二分法是指立法规定可能产生

的具体影响。例如，每个国家的数据库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反映了这些影响。表5.1显
示了欧洲几个法医遗传数据库的规模。我们应当注意，虽然表格展示了一种“限制性”

立法，但近年来这些数据库有了显著的扩张，现在已成为了欧洲第三大法医遗传数据

库。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基因图谱数据库仍然是所有数据库中最大的数据库，尽管欧洲

人权法院在“S和Marper对峙英国1案”（McCartney, Williams, & Wilson, 2010）
之后作出裁决，最近对立法进行了修改，其命令销毁生2 物样本并消除无罪释放的嫌

疑人或未被指控犯有任何罪行的人的记录（Amankwaa & McCartney, 2019）。
尽管欧洲DNA数据库在立法上存在差异，但由于跨界犯罪和恐怖主义的共同威

胁，各国越来越多地鼓励普遍使用和更协调地分享信息的主导趋势。在执行普吕姆决

2   “S 和Marper 对峙英国案”提到两个人（一名11岁的儿童S和Marper）向欧洲人权法院
提出对英国的申诉。2001年，S和Marper都在与案件无关的情况下被拘留，并被收集了
指纹和DNA样本。他们被逮捕后并没有受到法院的任何指控，因此他们要求警察局长
消除这些记录，但这些请求遭到了拒绝。在向法院和上议院就警察局长的决定提出上诉
后，他们收到了这样的判决结果——尽管个人没有被指控犯有任何罪行，而且可能会侵
犯隐私，但当局认为保留指纹和DNA特征分析对社会有益（McCartney et al., 2010）。欧
洲人权法院的裁决则相反，并确定保留未被定罪的嫌疑人的指纹和DNA图谱构成了对个
人隐私权“不合理的干涉”，“在民主社会，这种行为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 Council 
of Europe, 2008, par. 125）。



瑭◑珖մ%/"丘䩺䈑⽰㛻丘䩺 49

定（EU Council, 2008a, 2008b）之后，特别是执行与分享DNA数据库信息有关的部

分，欧盟各国可能需要进一步协调立法。第六章将进一步探讨这一专题。鉴于载入和

提取DNA图谱和保存样本的标准各不相同，各成员国在传递DNA图谱信息时，很难

确保遵守平等、相称和无罪推定的原则。例如，在计划措施的框架内，与合作行动有

关的过程的标准化和监测政策明显不足，DNA图谱信息的收集、保留、处理、解释和

法律应用也明显不足（Amankwaa, 2019; McCartney, Wilson, & Williams, 2011; 
Santos & Machado, 2017; Toom, 2018）。

⮔◄❰刧╈氳㛻丘䩺
大数据这一主题在公共领域和学术研究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大数据通常被

理解为一种利用数字技术从各种来源收集、存储和分析数据以用于特定目的的现象。

关于大数据有一个流行的假设是，它的本质可以通过使用三个“V”来定义：量、速度

和多样性（volume, velocity and variety）。还可以列出其他特性：大数据是指具有

高度完整性的数据集（例如，涵盖整个人口），其中包含能够识别具体和特定情况的上

下文信息（例如，不是识别群体或类型的人，而是能够识别具体的人）。此外，此类数

据集具有相关性（即，可以比较来自不同来源的数据）和灵活性（可随时纳入新数据）

（Chan & Moses, 2015; Kitchin, 2014a, 2014b）。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将大数据作为文化、社会和政治现象（Boyd & Crawford, 

2012），其包括由Janet Chan和Lyria Bennett Moses定义的以下维度： 

(1)技术：最大限度地提高计算能力和算法精度，以收集、分析、链接和比较

大型数据集。（2）分析：利用大量数据集确定模式，以便提出经济、社会、

技术和法律索赔。（3）神话：人们普遍认为，大型数据集提供了更高形式的

情报和知识，可以产生以前不可能的洞察力，带有真理、客观和准确的光环。

（Chan & Moses, 2015, p. 24）

大数据的“神话”层面与社会对法医遗传学的想象相似，而且还容易让人产生其

在识别犯罪者时可以得出无可辩驳的真相的期望（Lynch, Cole, McNally, & Jordan, 
2008）。社会对大数据的这种期望让监视行动可以扩展和加强。从今以后，监视行动将

在复制“旧”行动的同时呈现出特定的新形式。

大数据对刑事调查的影响的核心部分涉及风险的预测性和预期性。如本章前文所

述，大数据的这一作用强化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在法医遗传数据库的创建和扩展中

已经可以看到。大数据的出现强化了预见和预测风险的趋势：通过大量量化和快速交

叉核对数据（近期的传播来源），例如自动警报系统的激增，这些系统以前所未有的规

模监测从未与刑事司法系统有过任何接触的人（Brayn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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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刑事调查的框架内，大数据可以作为提供情报的一种手段，从而能够量化

风险评估，并根据个人的风险程度对其进行分类。例如，大数据技术可用于确定特定

个人实施犯罪或恐怖行为的风险（Ball, Di Domenico, & Nunan, 2016; Lyon, 2014
）。量化某些个人的风险水平意味着，大数据加强了对更容易受到警方怀疑的社会群

体和个人的监视，从而巩固了污名化和社会不平等再现的社会机制（Brayne, 2017; 
Kitchin, 2014b; Matzner, 2016; Raley, 2013）。

篾陪
在本章的背景下，DNA数据库和大数据技术都被视为可以构建新的社会控制模

式的进程。在越来越难以容忍“可疑”公民并愿意采用更密集的社会控制、监管和检

查制度的社会中，这种进程与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政治和政府战略有关。本章分析的基

础是将监视的概念理解为对现代组织的信息的精简控制，这些组织与资本主义生产、

消费系统、国家的行政职能相交织。（Haggerty & Ericson, 2000; Lyon, 2004,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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䰕金 当代社会在不断鼓励流动的同时，也在用各种形式限制和监测潜在问题对象的流

动。本章通过讨论遗传技术在预防、管理和调查跨国犯罪的几种应用形式，重点分析遗传技术与

这一领域日益紧密的关系。为了阐明这一现象背后的复杂问题，我们通过一个经验实例向读者进

行了深入解释：一个称为普吕姆（Prüm）系统的网络，该网络的创建目的是为了交换欧洲联盟（

欧盟）不同国家的国家DNA数据库中存储的数据，以打击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

⪩꜄陊 国际流动；跨国犯罪；DNA数据交换；普吕姆系统

┘塜䎎孲鵠氳䫝⯆
欧洲联盟（欧盟）在赞美和推动人员、货物和资本流动的同时，还试图监测、限制

或抑制潜在问题对象的流动（Aas, 2013; Bigo, 2005; Pickering & Weber, 2006）。
正如Dennis Broeders和Huuub Dijstelbloem指出的那样，虽然欧洲的内部边界在某

种程度上已经被废除，但“流动并不是为人人服务的：有一种流动性政治，其中不同的

流动性分布产生了今日最显著的差异之一”（Broeders & Dijstelbloem, 2016, p. 245
）。因此，越来越多的监视系统被用来作为社会分类的工具（Lyon, 2007），将“合法”

和“非法”的流动区分开来（Amoore, 2006）。目前存在两种流动类型，一种流动与

高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有关，涉及因休闲和／ 或商务而流动的个人；而另一种流动与

非正常移民和／ 或犯罪行为有关（Aas, 2011）。因此，很明显，对流动的追踪不再仅

仅集中于领土边界的人员。边界管理已经发生转变并开始关注到被潜在可疑社区的国

际人口流动（Aas, 2011; Ajana, 2013; Bosworth & Guild, 2008; Broeders, 2007; 
Skinner, 2018; Tutton, Hauskeller, & Sturdy, 2014）。这种可疑的社区是由国籍、种

族和（缺乏）社会、文化和经济力量的相互联系的情况下所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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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犯罪往往被视为国际流动带来的重大挑战。因此，至少就公共讨论而言，预防

和调查跨界犯罪是不断强化监视系统的主要动力和理由（Aas, 2011, p. 337）。如今在

社会中，监测系统网络和网络数据库正在快速发展，目的是根据风险对流动人口进行

可视化、登记、绘图、监测和特征分析（Broeders & Dijstelbloem, 2016）。在这种背

景下，生物识别技术被越来越多地使用，成为控制和管理国际流动的主要形式（Aas, 
2011）。生物识别技术在当代治理项目中创造了实体和数字元素之间的不可分割性

（M’charek, Schramm, & Skinner, 2014）。
本章重点讨论的是欧盟体系，该体系清楚地概述了犯罪治理中的法医遗传学的作

用：一个称为普吕姆系统的泛欧洲网络，该网络的建立是为了交换存储在不同欧盟国

家的国家数据库中的数据，以打击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有些政策的目的是控制犯罪

和移徙，其直接或间接地突出和歧视来自特定国家的少数民族、群体或个人。但普吕姆

系统与这种情况不同，其直接针对已经被定为刑事犯罪的人口，因为该系统连接的是

不同的法医DNA数据库。

俋⺾㡁⬀阫氳羜俍⽰杼榺
《申根协定》（Schengen）3废除了许多欧洲国家的边境管制，此后一些欧盟成

员国日益关注潜在风险对象的跨国流动以及跨国犯罪（Broeders, 2007; Guild & 
Geyer, 2008; Hufnagel & McCartney, 2017）。虽然DNA数据的非正式交换往往

是临时进行的（Hufnagel & McCartney, 2015; McCartney, Wilson, & Williams, 
2011），但人们认为这样的做法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因此，呼吁警察部门之间展开更密

切合作的声音开始出现了（Luif, 2007）。
2005年5月，为了应对扩大跨国监视网络的需要以及促进警察之间更为密切的合

作，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卢森堡、德国、荷兰和西班牙的政府代表在德国普吕姆小

镇上签署了一项条约，称为《普吕姆公约》4，其中对交换DNA、指纹和机动车辆信息

方面的数据进行了规定。《公约》序言指出，在人员自由流动方面，欧盟成员国必须

在制定信息交流方式、特别是打击恐怖主义、跨界犯罪和非法移民方面的最

高合作标准时，发挥先锋作用。同时允许欧盟所有其他成员国参与这种合作。

（EU Council, 2005, p. 3）

3   1995年的《申根协定》涉及取消若干欧洲国家的边境管制。随后，《阿姆斯特丹条约》
（Treaty of Amsterdam）于1997年将《申根协定》纳入欧盟法律。

4   在本章中，作者使用“普吕姆公约”一词来指涉及七个国家的2005年公约，使用“普吕
姆决定”一词来指确定所有欧盟成员国跨国数据交换的强制性的理事会决定，使用“普
吕姆系统”一词来指交换DNA数据的欧洲联盟国家的实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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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吕姆公约》产生的背景是德国前内政部长Otto Schily提出的一项倡议，他在

2003年提出与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在司法和内政方面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同时四国

在卢森堡开设了一个警察中心。根据Paul Luif（2007）的说法，这一意图在德国警察

部门与其邻国之间建立更密切合作的举措被视为必要做法，因为“冷战结束铁幕被拆

除后，跨国犯罪的数量有所增加，而由于该地区的国家间停止边境管制，这类犯罪的实

施变得更加容易”（ Luif, 2007: 6; see also Bigo, 2004, 2008: 94; Bigo & Guild, 
2005; Kuus, 2004; M’charek et al., 2014: 16).

2008年，《普吕姆公约》的一些条款通过一项理事会决定（通常称为《普吕姆决

议》）被纳入欧洲联盟法律中的警察和司法合作条款（EU Council, 2008a, 2008b）。
普吕姆决议规定，所有欧盟成员国必须加入泛欧洲指纹、DNA图谱和机动车辆信息交

换网络。会议决定，数据仍应属于收集数据的会员国的财产，因此无需建立一个中央数

据库。因此，这意味着所有尚未创建该类数据库的欧盟成员国都有义务这样做，以便

欧盟有关当局能够查阅这些数据库。2011年8月是所有欧盟国家遵守普吕姆决定的最

后期限。然而，由于若干原因，大多数国家无法遵守这一最后期限（McCartney et al., 
2011; Prainsack & Toom, 2013）：（1）在动员政治多数派以使国家法律适应普吕姆

条款方面面临困难；（2）利益攸关方之间关于谁应对普吕姆负责存在冲突；（3）人力

和财政资源（Prainsack & Toom, 2013; Töpfer, 2011）。此外，意大利、希腊、爱尔兰

和马耳他还面临其他限制，因为在通过普吕姆决定时，它们还没有DNA数据库或专门

立法（Toom, Granja, & Ludwig, 2019）。
目前关于DNA数据的普吕姆系统的最新执行进度报告显示，自2019年9月起，有

25个欧盟成员国已经运行该系统（EU Council, 2019）。未运行的国家是希腊、爱尔

兰和意大利。然而，在普吕姆系统中进行跨国DNA数据交换并不意味着所有参与的国

家都相互关联。现有数据还显示，国家之间的连接程度大不相同：荷兰和奥地利与23
个国家连接，保加利亚与9个国家交换DNA数据，英国与1个国家交换DNA数据（EU 
Council, 2019）。

俋⺾㡁䳩⛼亡䌋
普吕姆系统内的跨国DNA数据交换工作如下：当在国家数据库中搜索从犯罪现场

检索到的DNA样本，但没有找到匹配项时，理事会决议允许在其他成员国的国家数据

库中传送和搜索数据（所谓的普吕姆系统步骤一）。然后，向原成员国发送通知，通知

其结果匹配或不匹配。如果确认结果匹配，则将通过现有的警察或司法渠道处理进一

步的信息请求（所谓的普吕姆系统的步骤二，该系统受国内法管辖）。

欧盟关于普吕姆系统的条例规定，为了提供数据，每个成员国应指定一个国家联

络点（NCP），国家联络点的权力应受适用的国家法律（Decision 2008/615/JHA）

管辖。不同的国家将国家DNA数据库的保管归于不同的实体，从司法当局到警察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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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绝大多数参与普吕姆系统的国家中，内政部（或内务部或民政事务部）——一个

通常负责治安、紧急情况管理、国家安全和移民事务的政府部门——对国家犯罪DNA
数据库进行监管。和这种情况的不同的几个国家是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和瑞典，这些

国家由司法部负责保管国家DNA数据库。司法部通常有与司法系统的组织有关的具体

职责，监督检察官，维护法律系统和公共秩序。由于这种多样化的背景，普吕姆国家联

络点的作用和责任在各国之间可能因组织结构和国家立法的不同而异。

作为国家联络点工作人员的法医从业人员是普吕姆的核心行为体：他们开展促进

跨国交流的日常活动，并在决策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具体而言，作为国家联络点的人

员必须组织和执行必要的程序和联系，以便与其他数据库开展数据的自动交换（接收

和发送信息），并在其他国家同搭档进行测试，以及管理和报告DNA匹配情况。负责

遵守成员国之间在符合／不符合条件的基础上交换DNA数据信息的技术标准的国家

联络点被正式称为第1步国家联络点。通常，这些国家联络点的工作人员是在法医遗传

学实验室工作的法医专家。通过相互协助程序要求提供补充资料的国家联络点称为

第2步国家联络点，该点的工作人员通常是在跨国刑事调查中具有与警察和司法合作

经验的专业人员。因此，普吕姆制度汇集了大量的专业人员，并与支持信息流通的数

据、技术基础设施、业务程序和刑事司法系统形成了一组不断变化的关系（M’charek, 
Hagendijk, & de Vries, 2013）。

俋⺾㡁䧪䡟
普吕姆系统的发展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可以概括为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一方

面，一个文献分支侧重于普吕姆的社会、政治和伦理挑战；另一方面，一组研究旨在绘

制欧盟不同成员国之间跨境犯罪和DNA数据流动的地理模式的研究。

在第一组文献中，很明显在普吕姆制度下，跨国交换法医DNA数据的伦理意义至

关重要。目前的学术辩论强调了与数据保护、对公民的过度监视以及对隐私、自由和无

罪推定等公民权利的潜在威胁有关的道德挑战（McCartney, 2010; McCartney et 
al., 2011; 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 2007）。此外，一些作者观察到，当《普吕

姆公约》被纳入欧盟法律时，存在民主缺陷（Balzacq, 2005; Balzacq, Bigo, Carrera, 
& Guild, 2006; Bellanova, 2017; Bigo, 2008）。由于缺乏确保透明度、问责制和信

任的制度以及对执法信息跨国流动的道德监督，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Hufnagel 
& McCartney, 2015; McCartney, 2013, 2014a, 2014b; McCartney et al., 2011; 
Prainsack & Toom, 2010, 2013）。Victor Toom和他的同事在回顾十年来法医DNA
数据的跨境交换和比对时，简要说明了他们在普吕姆决议仍存在问题时对问责制和透

明度的担忧（EU Council, 2008a, 2008b），因为能够在普吕姆制度中获得DNA数据

交换和比对的量化且公开的信息有限、相互脱节，而且基本上无法获取（Toom, 2018; 
Toom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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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的另一个关键议题是欧盟成员国在国家立法方面的巨大差异。如第五章所

述，在欧盟，各国法医DNA数据库载入图谱的标准及其保留和／ 或删除的时间段和

条件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异（Cho & Sankar, 2004; Machado & Silva, 2016; Santos, 
Machado, & Silva, 2013; Van Camp & Dierickx, 2007）。因此，这种情况汇聚了

收集和保存法医生物信息的各种条例，让人们关注到了普吕姆制度的内在异质性。

（Prainsack & Toom, 2013）。
Barbara Prainsack和Victor Toom（2010）从数据保护、新的调查认识论和增加

对DNA技术的投资这三个方面探讨了普吕姆系统的情况下的去权／ 授权。在数据保

护方面，作者表明，虽然普吕姆可能会将一大群人变成监视对象，但通过采用两步法，

它也可能会减少跨越边界的信息量。原则上这种情况是会发生，因为个人数据只有在

确认匹配之后才会发送，因此数据交换的针对性更强。Prainsack和Toom（2010）还

概述了普吕姆共同构建一种新的调查认识论的形式。通过将DNA证据作为刑事调查的

中心，一种新的结构出现了，它将权力从刑事调查人员转移到法医遗传学家。最后，作

者还探讨了普吕姆如何确实有助于解决欧盟的犯罪问题（从而增强公民和受害者的权

能），但它也可能转移对不直接涉及生物证据的其他类型犯罪的注意力和资源，如人口

贩运、财政犯罪和虐待儿童（Prainsack & Toom, 2010）。
部分初步分析的内容启发了最近关于普吕姆的观察研究。其中一项研究探讨

了“伦理”对普吕姆系统下积极参与跨国DNA数据交换的法医从业人员而言的含义

（Machado & Granja, 2018）。根据对普吕姆国家联络点工作人员的访谈，作者表明，

这类专业人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重大伦理问题。参与人员强调，道德操守与良好的科

学和实验室做法有关，并提到在实验室接收受污染样品或向其他国家报告错误的阳性

结果时存在的问题以及数据保护程序，并概述了通过编写报告供外部当局评估和／ 或
由普通大众使用来解决社会问责问题。此外，作者还发现国家联络点在科学／ 伦理、

科学／ 刑事司法系统和良好／ 不良科学之间创建了“伦理边界”，目的是解决和管理伦

理争议。

在另一份出版物中，Helena Machado和Rafaela Granja讨论了另一话题，即在普

吕姆内部构建警察认知文化的各种方式是如何赋予法医DNA证据意义的（Machado 
& Granja, 2019a）。在对参与国际警察合作的国家联络点工作人员进行访谈的基础

上，作者展示了边界工作动态和特定警察认识文化形成方式的联系，其中边界工作创

造、倡导和强化了对同样参与跨国合作的其他专业人员（如司法当局和法医科学家）

的区分。一方面，司法当局被视为一个专业团体，主要通过国家或地方一级的正式程

序开展工作，但缺乏国际合作传统的经验。另一方面，警方专业人员说明DNA匹配的

价值不在于匹配本身，而在于警方能将DNA数据转为DNA证据，由此定义了与法医

科学家有关的边界工作。因此，普吕姆系统涉及各种认识文化和专业实践的相互作用，

除了在刑事司法系统的不同社会行为者之间形成差异和分歧外，还带来了合作与协调。

（Machado & Granja, 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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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ena Machado、Rafaela Granja和Nina Amelung的另一项研究分析了多种

形成怀疑的灵活方式，这些怀疑在通过法医DNA数据库治理跨国犯罪的过程中形成

（Machado, Granja, & Amelung, 2020）。作者表明，在普吕姆系统内， 关于可疑社

区在欧盟各地的流动有两种假设形式——去地域化和重新地域化，人们通过这两种形

式构建了怀疑。怀疑的去地域化主要有两种方式。首先，它深化了欧洲化的设想，这些

设想与犯罪控制领域跨国合作的增加有关。考虑到公民在欧盟内部的“自由”流动使

跨境犯罪活动变得更加容易，国家预防犯罪中心认为，普吕姆制度的出现是一个合乎

逻辑的结果。因此，跨国交换DNA数据被视为一个可以重新“控制”非犯罪人口和犯

罪人口的共同流动的机会。第二，将怀疑去地域化还包括将去人格化、中立性和程序客

观性纳入DNA数据自动化和永久性的交换操作。与之并列的是，通过不断（重新）提

出有关某些东欧国家的犯罪行为和特定人口的主张，再次对嫌疑犯进行地域划分。从

这个意义上说，欧盟的跨国DNA数据交换表明了“新”形式的怀疑如何深化了“旧”的

犯罪分类（Machado et al., 2020）。
Machado和Granja的最后一项研究涉及国家联络点对跨国交换法医DNA数据的

风险和好处的认识。作者指出，国家联络点认为好处是强化打击跨国犯罪的工具，发展

标准化和统一的法医DNA检测程序，以及加强专业合作。而风险与以下因素有关：个

人可能因错误的阳性结果而被起诉、缺乏可用于衡量普吕姆系统有效性以及警察和司

法当局不同工作方式的数据（Machado & Granja, 2019b）。
欧盟各成员国之间通过DNA数据交换解决跨境犯罪，第二组关于普吕姆系统的

研究一直在评估该类跨境犯罪的地理模式（Bernasco, Lammers, & Van der Beek, 
2016; Taverne & Broeders, 2015, 2016）。一项研究提出了西欧和中欧国家与东欧

国家之间的地域划分。根据对普吕姆系统官方统计数据的分析，这项研究揭示了西

欧和中欧国家的一个趋势，这些国家在积累大量东欧国家个体的DNA图谱（Santos 
& Machado, 2017）。换句话说，这项研究表明，参与普吕姆系统的欧盟成员国之间

DNA流动的地理模式似乎证实了先前关于影响中欧国家的犯罪流动模式的研究。该模

式主要与大量犯罪有关，而这些犯罪行为通常会包括东欧人（Bernasco et al., 2016; 
Siegel, 2014; Van Daele, 2008）。

篾陪
在收集和处理大量数据时，本章考虑到了几个社会生活领域的不断变化。在此基

础上，本章阐述了旨在了解和管理流动人口（Aas, 2011; Broeders, 2007）的当代项

目，解释了通过管理与数据的生产、流通和使用相关的若干决定而进行的犯罪治理。

通过普吕姆系统进行的DNA数据的跨国交换是一个技术基础设施，旨在通过一个分

散的网络控制跨国流动人口，其特点是提高了检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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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吕姆系统除了促进欧盟警察部门之间更密切的合作外，还通过努力克服文化、

政治和社会经济差异，成为泛欧洲一体化项目的另一推动因素。该系统实现上述结果

的方式是汇集国家间技术标准化的措施并持续关注以安全和风险预防为重点的普遍

讨论（Prainsack & Toom, 2013）。然而，这样一个克服差异的目标是与一个更广泛的

社会分类体系的巩固相结合的，这一体系突出了几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换句话说，由

于国家DNA数据库往往反映了通常以外国人和（或）少数民族等少数群体为目标的治

安行动（Chow-White & Duster, 2011; Duster, 2006; Skinner, 2013, 2018），通过

实现数据的跨国交换，普吕姆系统有权重申和深化DNA数据库的歧视性权力。因此，

欧盟的跨国DNA数据交换能让犯罪和数据的可疑流通以及其他特定国家领域的特定

人群的可疑流通（重新）联系起来（Machado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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䰕金 尽管DNA技术在为刑事司法提供证据方面的作用已经趋于稳定，但一直以来对DNA
技术的不断投入，又促进了DNA新技术的诞生。本章将重点介绍这些创新技术，解释法医遗传

学在刑事司法系统的作用不断增强的过程。最近的技术，如家系排查和法医DNA表型，可能有助

于生成刑事侦查的情报。家系排查是一种试图通过犯罪嫌疑人与亲属的基因关联来识别犯罪嫌

疑人的技术。法医DNA表型使我们能将重点放在具有相同的遗传祖先和/或外部可见特征的特

定可疑群体上。本章批判性地回顾了社会科学领域关于新兴DNA技术的现有争论。核心论点是，

在犯罪治理中应用DNA表型和家系排查有可能增加污名化的风险，并加强对更易受刑事司法系

统行动影响的某些人群的刑事定罪。

⪩꜄陊 情报；家系排查；法医DNA表型；污名化；犯罪化

☳阾䩺⮽䗯䥊
自从使用DNA技术来支持世界各地刑事司法系统的行动以来， DNA技术可使

用的潜在方法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DNA技术在刑事司法系统领域的应用包括

在法医DNA数据库中扩展DNA图谱的收集、储存和使用（见第5章），在警察和司法

合作中发展不同国家之间的DNA数据交换（见第6章）以及根据DNA图谱文件提供的

信息推测犯罪嫌疑人－－这一主题将构成本章的基础。本章特别讨论了法医遗传学领

域的两项新兴技术：家系排查和法医DNA表型。第一种是指在DNA数据库中进行的

搜索，通过犯罪嫌疑人与亲属的关联查明他们的身份。法医DNA表型这一套技术可以

在犯罪嫌疑人DNA样本的基础上推断遗传祖先和外部可见特征。

DNA新兴技术的不断发展意味着法医遗传技术在刑事司法系统中的作用发生了

历史性的变化。首先，它将法医科学的重点从生成证据转向生成对刑事调查有价值的

情报（Wienroth, 2018a）。第二，这种新兴的DNA技术使中心从个体化，即对特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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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识别，转向集体化。这类技术将有共同生物关联和遗传祖先和/或外部可视特征

的“可疑”群体聚集在一起，实现了这一转变。社会学家Simon Cole将这一过程描述

为“个人识别与集体识别的融合”（Cole, 2018, p. 2）。

嫏⵴DNA丘䩺䈑╈氳㳄硍䪷乹
家系排查这一术语5一般是指在法医DNA数据库中进行的搜索，利用犯罪嫌疑

人与近亲的遗传关联来识别犯罪嫌疑人（Debus-Sherrill & Field, 2019; Granja & 
Machado, 2019; Haimes, 2006; Kim, Mammo, Siegel, & Katsanis, 2011; Suter, 
2010）。因此，家系排查通常指的这样一个过程，当DNA图谱与犯罪DNA数据库中包

含的任何其他图谱不匹配时， DNA图谱会经过新一轮的分析来确定是否存在相近

匹配。如果存在这种相近匹配，则在犯罪现场或从受害者那里获得的图谱很可能属于

数据库中该人的近亲，通常是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

在通过情报为导向的DNA大规模筛查收集的DNA图谱中发现潜在嫌疑人的亲

属时，可能会出现另一种搜索方式（Thomas, 2006）。当调查人员在寻找某一DNA
图谱和在犯罪现场发现的生物材料之间的精准匹配却意外发现存在模糊匹配时，也

可能出现另一种家系排查的方式（Murphy, 2010,p. 9），即Sara Debus-Sherrill和
Michael Field所称的“模糊匹配”（ Debus-Sherrill & Field, 2019）。本章中的“家

系排查”一词将包括家系排查的所有方式。

2002年，英国首次在法医DNA数据库中进行家系排查（Haimes, 2006; 
Prainsack, 2010），其应用已扩展到其他国家。荷兰和法国颁布了允许使用这种侦查

技术的立法（Maguire, McCallum, Storey, & Whitaker, 2014），最近，德国还批准

了在情报为导向的DNA大规模筛查中使用家系排查（Criminal Code of Conduct—
StPO §81h）。在其他欧盟国家，情况尚不清楚。尽管在西班牙、波兰（Dettlaff-Kakol 
& Pawlowski, 2002）和意大利（Jones, 2015）等国有使用亲属DNA搜寻犯罪嫌疑人

的刑事案件记录。然而，在大多数欧盟国家，家系排查仍然不受管制。

在欧洲以外的国家，新西兰正式采用了通过法医DNA数据库进行家系排查的方

式，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则禁止该方式（Flaus, 2013; Thomas, 2006）。美国也存在这

样两种不同的情况，家系排查并未在全国范围内进行。2008年3月，联邦调查局决定，

各州应确定家系排查的条例。在这一决定之后，加利福尼亚州是第一个在2008年实施

家系排查政策的州，其次是2009年的科罗拉多州。2011年，弗吉尼亚州还批准了关于

家庭DNA搜索的规定，其次是德克萨斯州。最近，在2017年，纽约州也批准了这种调

查手段的使用。相反，马里兰州和华盛顿特区则禁止家系排查。此外，亚利桑那州、康

5  其他作者提出了诸如“低严格性搜索”（Gabel, 2010）或“基因邻近检测”（Prainsack, 2010, 
p. 29）等术语来描述这种调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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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狄格州、佛罗里达州、密苏里州、内布拉斯加州、内华达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怀

俄明州等州已实施了允许披露模糊匹配的具体法规（Kim et al., 2011）。
在对法医DNA数据库中的家系排查进行管制的国家，通常会采用限制性准则，只

允许在某些重大且难以通过其他手段解决的刑事案件中使用（Chamberlain, 2012）
。例如，在英国，在国家DNA数据库（NDNAD）中进行的家系排查是根据具体情况

进行分析的，并需要NDNAD战略委员会主席的许可，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受害者的

许可（Maguire et al., 2014）。尽管这种调查手段的使用受到限制，但迄今为止，在一

些国家，无论是在悬案还是在非悬案中，这种侦查手段都生成了有助于查明嫌疑人、给

罪犯定罪以及为误判者平反的信息（Kim et al., 2011）。然而，在法医数据库中使用家

系排查仍然充满了法律、伦理和社会争议（Chamberlain, 2012; García, Crespillo, & 
Yurrebaso, 2017; Haimes, 2006; Kim et al., 2011; Maguire et al., 2014; Murphy, 
2010; 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 2007; Suter, 2010）。

关于家系排查的学术和公众辩论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维度：遗传隐私、信息披露

和社会不平等的再现。第一个问题与家系排查“功能衍生”的方式有关（ (Prainsack, 
2010, pp. 28–30），因为它扩大了法医数据库的范围，纳入了可能从未与刑事司法系

统有过任何直接接触的其他人（虽然是以间接的方式）（Bieber, Brenner, & Lazer, 
2006; Epstein, 2009; Flaus, 2013; Suter, 2010; Thomas, 2006）。将无罪人员纳入

数据库的可能性，意味着这一侦查手段加强了对特定群体中个体（即潜在嫌疑犯的

亲属）的基因监控，主要依据是他们与某人的遗传关联（Bieber et al., 2006; Greely, 
Riordan, Garrison, & Mountain, 2006; Haimes, 2006; Kim et al., 2011; Lazer, 
2008; Murphy, 2010）。此外，扩大法医数据库的影响范围还引发了关于“基因信息

提供人”的权利和义务的辩论，基因信息提供人指的是其样本与犯罪现场样本部分匹

配，并在刑事调查中无意地牵连了其他家庭成员的人（Gabel, 2010; Murphy, 2010; 
Suter, 2010; Williams & Johnson, 2006, p. 16）。

第二个方面涉及家系排查披露信息的潜在风险。不管是否存在基因关联

（Haimes, 2006; Kim et al., 2011; 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 2007; Suter, 
2010）和/或涉及其他人在不知晓的情况下参与到刑事司法系统的情况，都有可能存在

这种风险。

第三个方面涉及家族搜查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尤其是这种方式可能会强化所

谓“某些家族犯罪现象普遍”的主导观点（Gabel, 2010, p. 21; Haimes, 2006）和/
或进一步扩大不平等现象。当在法医DNA数据库中使用这种调查技术时，其会在一

个预先创建的数据库中搜索潜在嫌疑人，该数据库通常会过度代表受刑事司法系统

行动影响最大的某些群体和社会类别，如少数族裔（Chow-White & Duster, 2011; 
Duster, 2003; Skinner, 2013）。从这个意义上讲，家系排查最终可能会重现对某些

社会群体的刑事定罪（Bieber et al., 2006; Epstein, 2009; Flaus, 2013; Greely et 



瑭┍珖մ%/"亍⪪䤗儛⽰娤⺳⴬ 69

al., 2006; Grimm, 2007; Kim et al., 2011; Lazer, 2008; Murphy, 2010; Suter, 
2010; Thomas, 2006）。

尽管家系排查多年来一直在引起激烈的争论，但关于这一主题的实证研究却很少。

其中一项研究是对美国的DNA联合索引系统（CODIS）实验室进行的一项关于政策

和实践以及专业人员对家系排查的看法的全国性调查（Debus-Sherrill & Field, 2019
）。结果显示，尽管对家族搜寻的看法总体上是积极的，大多数受访者（87%）认为家

族搜寻有协助侦查的潜力，但实验室仍有许多与家系排查有关的担忧。除了资源问题（

被认为是主要关注的问题）之外，在进行家系排查的实验室工作的83%的受访者报告

说，他们对公民自由面临的挑战感到担忧，而在不使用这种基因技术的实验室工作的

受访者中，持相同观点的人占30%（Debus-Sherrill & Field, 2019）。
到目前为止，在欧洲已知的研究中，只有一项关于家系排查的实证研究。在对英

国和波兰的家系排查使用情况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Rafaela Granja和Helena 
Machado概述了家系排查在含义、使用和条例方面的差异（Granja & Machado, 2019
）。在英国，家系排查受到额外的管制，主要用于识别重大刑事案件中的嫌疑人。在波

兰，家系排查也受到框架限制，只用于扩大搜索范围和/或查明失踪人员方面的应用。

因此，本章说明了家系排查是如何规定社会风险、公共利益和国家责任的具体概念的。

在各类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们对家系排查的伦理争议形成了不同的看法。这类因素

的背后还伴随着社会历史和技术政治背景的影响，不同形式的国家问责制的影响，以

及每个社会在不同情况下对遗传技术的社会性合法使用的不同看法的影响（Granja & 
Machado, 2019）。

㥊╵DNA丘䩺䈑╈氳㛻葶㍴㳄硍䪷刧
2018年，金州杀手（Golden State Killer）6刑事调查之后，关于家系排查的现有

讨论经历了一个重大转折点。在该案中，刑事调查人员使用了犯罪现场的DNA，并将

遗传信息上传到一个在线公开的DNA数据库GEDmatch。7根据家系排查，警察发

现与推定嫌疑人的图谱部分吻合的图谱，因此认为两者是远亲。警察根据这一部分

匹配的图谱以及其他几个来源（社交媒体和其他类型的在线记录）创建了家谱，岁的

6   “金州杀手”是Michelle McNamara取的一个名字，指的是一个连环杀手和强奸犯，他
从1974年到1986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犯下了至少12起谋杀案和50多起强奸案。他被认
为是加州各地三次犯罪狂潮的始作俑者，每次犯罪媒体都给他取了一个不同的称号（
东区淫魔和原始夜间跟踪者），直到后来通过DNA分析，人们才发现这些罪行都是同
一个人犯下的。

7   GEDmatch是一个在线公开数据库，在该数据库中，拥有来自不同检测公司的数据的
个人可以将其DNA与数据库中的其他人进行比较，以追踪亲缘关系。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gedmatch.com/login1.php（最后一次访问时间2019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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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James DeAngelo被确认为嫌疑人，并收集了他“遗弃”的DNA8，以进行进一

步分析。测试结果证实其DNA与犯罪现场的样本相符。9

金州杀手刑事案并不是第一个利用大范围家系排查来协助刑事调查的案件

（Erlich, Shor, Pe’er, & Carmi, 2018）。然而，由于这一刑事案件被广泛讨论并引起

了很大的关注，这个案件重塑了有关在刑事侦查中使用家系排查的讨论。这起案件被

期刊《自然》认为是影响2018年的科学事件之一（Abbott et al., 2018）。帮助确认金

州杀手身份的系谱学家Barbara Rae-Venter被同一份杂志评为“年度十大重要人物”

之一。据《时代》杂志报道，Barbara Rae-Venter“为执法部门提供了自20世纪80年代

法医DNA检测出现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工具”（ Holes, 2019）。”
在刑事侦查中使用非法医DNA数据库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有一些刑事案件会使

用例如在医学DNA数据库中存储的信息来破案。10然而，金州杀手刑事案件是第一

次报告在这类调查中使用娱乐DNA数据库。这类数据库也就是为商业目的而保存的

数据库，即所谓的直接面对消费者的（DTC）基因检测，其中市民为了了解其祖先和

其他遗传信息，如健康问题而自愿上传其DNA数据（Abel, 2018; Borry, Cornel, & 
Howard, 2010; Chow-White et al., 2018; Horowitz, Saperstein, Little, Maiers, & 
Hollenbach, 2019）；在金州杀手案调查之后，其他刑事案件显示，在娱乐DNA数据

库中大范围家系排查的使用越来越多，目的是为了有可能搜索犯罪嫌疑人。根据Erlich
等人（2018）的研究，2018年4月至8月，美国通过此类搜索侦破了13起刑事案件。其中

很大一部分与Parabon NanoLabs相关，这是一家提供遗传谱系学、亲缘关系推断和

法医DNA表型等法医服务的公司（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也可参见 Wienroth, 2018a）。
在最近的一份出版物中，公司员工提到了他们及其合作者如Barbara Rae-Venter和执

法机构解决的30多起执法案件11（Greytak, Moore, & Armentrout, 2019）。
因此，在娱乐性DNA数据库中使用大范围家系排查已成为公众和监管部门高度

关注的主题，为利用DNA数据治理犯罪提供了新的调查方式。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

们将简要总结一些讨论中的主题。

法医DNA数据库中的家系排查使用的是常染色体短串联重复序列 (STR, short 
tandem repeats)，即所谓的垃圾基因，除了用于鉴定外，大概没有什么价值。使用这

种方法，调查技术最多只能查明近亲（兄弟姐妹、配偶或子女）。相反，在娱乐DNA
数据库中进行的大范围家系排查使用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其特点是信息丰富

8   在美国，警方可以收集“遗弃DNA”，即个人无意或非自愿留下的生物样本，如口香
糖或烟头。有关此类程序的重要观点，请参见Joh（2006）。

9   2019年9月写作时；该案正在审理中。

10   2003年，在瑞典 Anna Lindh（瑞典外交部长）谋杀案调查中，批准了一家医疗生物库
（PKU biobank diagnostics）对法医数据的使用。

11   直至2019年1月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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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ytak et al., 2019; Kennett, 2019; Murphy, 2018）。12因此，这种使用方式为

执法部门提供了更多信息数据，同时也极大地扩大了可能受此类程序影响的人际网络

（Murphy, 2018）。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Yaniv Erlich及其同事开展的一项研究

估计，“约60%拥有欧洲血统的个人可以通过搜索获得第三代表亲或更接近的匹配结

果，可以利用人口统计标识来进行识别”（ Erlich et al., 2018）。因此，在娱乐DNA数

据库中使用大范围家系排查极大地扩大了基因监测的范围和影响。

法医DNA数据库和娱乐DNA数据库在另一个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一点在犯

罪治理中越来越重要。前者往往过多地代表受刑事司法系统行动影响最大的群体和社

会类别，如少数种族和族裔（Skinner, 2013），但后者主要由具有北欧血统的个体组

成（Erlich et al., 2018）。因此，这意味着基因监测不再局限于“对那些被定罪者的管

理”（ Williams & Johnson, 2004, p. 11）：如今，它还涵盖了以前可能从未与刑事司

法系统接触过的个人。

关于娱乐DNA数据库中的大范围家系排查的另一个讨论主题涉及治理和监督的

缺失。在金州杀手刑事案件发生后，几家专门提供直接面对消费者DNA测试的私营公

司和其他在线相关资源更新了其使用条款。然而，由于缺乏监管规范，市场上的几家公

司反应各不相同。一些公司决定不允许在其数据库中上传数据，称除非提出司法请求，

否则执法部门无法获取其数据（Greytak et al., 2019; Kennett, 2019）。然而13，私营

公司FamilyTreeDNA在2019年2月承认，在没有通知用户的情况下，它允许联邦调查

局上传从犯罪现场和尸体中建立的基因图谱。在公司总裁Bennett Greenspan因没有

尽早向客户披露而道歉后，该公司制作了一则电视广告，敦促消费者帮助他们抓住罪

犯。电视台9要求任何进行了直接面对消费者DNA测试的人上传一份副本，这样执法

部门就可以发现其与犯罪现场发现的DNA有无关联。

最后，金州杀手案里使用的在线公开数据库GEDmatch更改了其服务条款。自

2019年5月以来，用户必须明确选择将其DNA图谱纳入执法搜索，以识别遗骸和暴力

犯罪（被定义为杀人或性侵犯）的肇事者（Kennett, 2019; Moore, 2016）。虽然可以

预期这类数据库的用户目前已经知晓其数据库的广泛影响，但这种政策不能确保一定

可以获得可能意外卷入刑事调查的近亲的同意。

因此，不同公司和其他在线资源为大范围家系排查而采取的不同方法证明了目前

在平衡个人基因隐私权与逮捕罪犯的愿望方面缺乏限制和约束（Murphy, 2018）。除
了这种情况外，这种缺乏治理和监督的另一个层面与系谱学家的认证、专业化和问责制

12   除此之外，由于DTC公司从唾液包或面颊拭子中获得DNA，因此DNA图谱总是基于大
量高质量的单一来源DNA。与此相反，法医DNA样本可能因仅含有少量降解的DNA和/
或与其他个体的DNA混合而在分析过程中面临若干障碍（Greytak et al., 2019）。

13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the-download/613232/help-us-catch-killers-is-now-the-
new-advertising-angle-for-dna-companies/ （最近访问时间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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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失有关。因此，专业知识程度参差不齐的个人可能会参与此类程序，从而造成严重

的道德问题（Kennett, 2019）。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很明显，法医DNA数据库中的家系排查受一系列载入标准

和排除标准的限制，这些标准在遗传隐私方面施加了一些保障（Granja ＆Machado, 
2019; Haimes, 2006; Kim et al., 2011; Murphy, 2010, 2018），但私营公司拥有大量

的数据库，几乎没有限制也没有治理。因此，在娱乐DNA数据库中的大范围家系排查

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绕过法医DNA数据库中一直存在的协议。

尽管发生了如此激烈的辩论，但公众对这种刑事调查的新渠道的看法却鲜为人

知。在金州杀手刑事案件发生后，一项对1587名美国居民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受访者

支持警方搜索识别基因亲属的基因网站（79%），向警方披露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基因

测试的客户信息（62%），以及警方在家谱网站上创建虚假个人档案（65%）。不管怎

样，受访者显然更支持这些活动的开展，以此来查明暴力犯罪的实施者、侵害儿童罪

行的实施者和失踪人员案件（Guerrini, Robinson, Petersen, & McGuire, 2018）。
因此，关于利用家系排查进行刑事侦查的新旧辩论揭示了一个现象，我们不再仅

仅讨论科学和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娱乐数据库中进行大范围家系排查的出现，使

人们更加关注警察、科学专家、私营公司、媒体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而这种情况由此

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如信任和不信任、公民对基因科学的理解、公民基因数据的获取不

受控制以及受影响人口的范围变大等问题。尽管娱乐数据库的这种用途目前主要限于

美国，但在全球范围内这种类型的数据库正日益扩大。因此，其他国家的执法机构可能

会考虑使用这种调查手段。

嫏⵴DNA辑㑔
法医DNA表型可广义地描述为一系列技术14，通过对犯罪现场收集的生物材料

的分析15，旨在推断人的外部可见物理特征（眼睛、头发和皮肤颜色）以及犯罪嫌疑人

基于大陆的生物地理学祖先。（Daniel et al., 2015; Kayser, 2015; Kayser & de Knijff, 
2011; Kayser & Schneider, 2009）。在一定数量的高知名度案件中，各个国家已经使

用了法医DNA表型技术（Wienroth, 2018a, p. 4），目的是为刑事侦查提供情报。

法医DNA分型在支持刑事侦查方面的潜力表明了其另外的情报价值。当从犯罪现

场收集的DNA没有在法医DNA数据库中登记时和（或）没有可用的目击证人时，法医

14   我们使用“星座”一词来定义法医DNA表型，并概述了一套不同的遗传技术，这些技术
可用于推断外部可见的特征，如眼睛、皮肤和头发颜色，以及关于生物地理祖先的信息。
此外，这一术语的使用还旨在强调该技术可以单独使用和联合使用的方式。

15   为了与本章的目的相呼应，我们排除了这种技术在搜寻和/或查明失踪人员方面的潜在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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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分型可以产生新线索。（Kayser, 2015）。16更具体地说，法医DNA分型的作用

是推断某一特定个人可能属于哪一群体（如拥有蓝眼睛和欧洲血统的群体）。在刑事侦

查中，解读这类数据的方式是汇聚一群具有相同特征的人并将他们视为“可疑人群”

（M’charek, 2008）。
在刑事司法系统中使用这种技术可能会产生社会伦理挑战，社会科学领域关于这

种遗传技术的早期辩论主要关注于此。为了与本章的目的相呼应，我们概述了三个广

受争议的领域。第一个是大众对法医DNA表型抱有的高期望。与大众媒体经常传播

的话题不同，法医遗传学家认为法医DNA表型测试不能以绝对的确定性“预测”一个

人或他／ 她的祖先的外部特征。这种对法医DNA分型潜力的解释可能会导致严重的

司法不公。在这些专家看来，法医学DNA表型的潜力在于在一定的概率内推断个体的

表型特征（Samuel & Prainsack, 2018a）。帕拉班纳米实验（Parabon NanoLabs）
公司声称，法医DNA表型是一种能够生成潜在嫌疑人面部合成图像的技术，包括面

部特征和形态。这些说法让人们本身对技术持有的高期望变得越发复杂。这种说法遭

到刑事司法利益攸关方和从事法医DNA表型研究和工作的科学从业人员的广泛批评

（Wienroth, 2018b）。
法医DNA表型备受争议的第二个领域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即通过遗传学定义群

体这一方式是存在问题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特别指出有必要将以下内容视为一个

问题，即种族基因的再摄取在刑事侦查的日常行动中发挥怎么样的作用（El-Haj, 2007
）。也就是说，社会建构的“种族”和“族裔”概念如何转化为生物学特征，反之亦然。

例如，声称犯罪嫌疑人可能来自“非洲血统”可能会被执法部门、司法利益攸关方和公

众理解成“犯罪嫌疑人可能是黑人”（ Samuel & Prainsack, 2018a）。从这个意义上

说，披露与生物地理祖先有关的信息是一个敏感问题，因为通过法医学按大陆或族群

对人口进行区分，很容易导致这些人口与种族和族裔类别之间形成不准确的社会结构

关联（M’charek, 2008;  Vailly, 2017）。
此外，披露某一犯罪嫌疑人来自某一少数种族或族裔可能会让本已脆弱的群体

受到进一步的歧视。因此，法医DNA表型可能会带来这样的风险，再次出现早已存

在的污名化现象并带来新的种族形象，从而进一步加剧某些群体的刑事定罪，这些群

体例如少数种族和族裔已经是最受司法系统行动影响的群体（M’charek, Toom, & 
Prainsack, 2012）。

讨论中的第三个领域与这一想法有关——法医DNA表型可作为一种用于刑事侦

查的“生物见证”（Kayser, 2015）。这一概念概括了以下观念，即法医DNA表型技术

16  关于使用法医DNA表型的立法在欧洲各地差别很大。只有荷兰对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Sam-
uel & Prainsack, 2018a, 2018b）。在另一些国家，立法要么不明朗要么缺失，这意味着专家
和从业人员可能对立法有不同的解释。因此，在西班牙和英国等国家可以应用法医DNA表
型分析，而在德国、比利时和奥地利等其他国家则被认为是禁止的。尽管如此，在德国和
瑞士，关于法医DNA分型的法规仍在不断的辩论和提议中（Samuel & Prainsack, 20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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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克服证人证词信息的局限性，因为人们认为证词充斥着各种情绪、动机、主观性和

信息差，经不起推敲。一些社会科学家在评价这一论点时，一直在强调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将科学和技术视为不受社会偏见影响的事物所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尤其在

与目击者叙述做直接比较时，法医DNA表型所提供的信息具有去社会背景化的性质，

因为前者经常会提供犯罪事件的背景（Toom et al., 2016）。
除了上述有关法医DNA表型的伦理、法律和社会意义的争论之外，法医DNA表

型也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兴趣。Richard Tutton和他的同事批判性地探讨了英国边境

管理局（UK Border Agency）的倡议，即利用基因测试来查明祖先和地理来源，并利

用同位素测试17 来证实寻求庇护者对其国籍的说法（Tutton, Hauskeller, & Sturdy, 
2014）。作者概述了此类技术将生物分类作为国籍的社会类别，剥夺了个人的话语权的

方式（Tutton et al., 2014, p. 746），并进一步加重了对庇护申请人的刑事定罪。Joëlle 
Vailly的另一项研究通过对法官和检察官、政治官员和生物技术公司管理人员的论述

的分析，分析了法国出现的与法医DNA表型有关的权力关系。作者根据不同的社会行

为体与道德、政治和法律的不同联系和丛属关系，展示了这种权力关系在不同的社会

行为体之间产生的方式（Vailly, 2017）
另一项近期的研究重点关注了科学家处理一系列预防性实践的方式，借此讲述了

法医遗传学家有关法医DNA表型的观点。（Wienroth, 2018a）。Mathias Wienroth
探讨了法医DNA表型的预期方面，以及其认识和操作方面，如预期的管理、立法障

碍的谈判以及与现有技术的集成。在另一部著作中，Wienroth还分析了法医DNA
表型是如何扎根于法医遗传学的政治经济中，扎根于科学伦理、法医实践和商业资

源的交汇点上。以帕拉班纳米实验室的照片拼凑人像法（photo-fits）为例，作者概

述了科学家关于法医DNA表型的开发和使用的伦理研究如何以不断重申科学优先于

商业、法律和司法顾虑的方式处理验证、认识透明度、科学合法性和商业价值等问题

（Wienroth, 2018b）。
Gabrielle Samuel与Barbara Prainsack最近也发表了有关法医DNA表型的

研究。在其中一份发表的作品中，作者阐述了与法医DNA表型鉴定有专业利害关系

的行为者对与该技术的未来使用相关的好处和问题的看法。更具体地说，Samuel和
Prainsack展示了受访者如何不把“法医DNA分型看作是一种有产生伦理问题且拥有

明确界限的技术。”相反，法医DNA表型被描述为一套内容丰富的做法和材料技术，

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由道德考虑塑造而成”（Samuel & Prainsack, 2018a, pp. 3–4）
，这些道德考虑包括有效性、可靠性和歧视问题。在另一份出版物中，作者探讨了民间

社会利益攸关方如何在法医DNA表型应用的潜在实用性与各种伦理和社会考虑之间

取得平衡（Samuel & Prainsack, 2019）。

17   同位素测试分析不同环境可能在个人身体中留下独特痕迹的方式（Tutton et al., 2014, pp. 
744–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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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David Skinner谈到了为什么用法医DNA表型预测种族的方式特别有问

题。作者在治安和司法领域影响少数群体的既定社会结构不平等的背景下，讨论了法

医DNA表型的影响以及对其的影响（Skinner, 2018a）。此外，作者还认为，在科学和

政策制定中，将种族作为专家知识对象的做法发生了更广泛的重大变化，从而确立了

法医DNA表型的框架（Skinner, 2018b）。
尽管一些国家在法医DNA表型方面的争议仍在不断演变，但同样也在进一步发

展以情报为重点的技术：例如，最近的一份出版物主张扩大基于DNA的法医情报，将

其与流行病学生活方式预测相结合，以找到使用当前法医DNA表型无法识别的未知

犯罪人（Vidaki & Kayser, 2017, 2018）。一些法医遗传学家在表观遗传学的概念和可

能性的基础上（详情见第3章），正在考虑法医表观基因组学的前景。这些前景可能包

括预测吸烟、饮酒和吸毒习惯、饮食习惯的类型、身体活动水平、人体尺寸／体型、居住

的地理区域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的能力（Vidaki & Kayser, 2017）。

篾陪
专注于情报生成的DNA技术如家系排查和法医DNA表型技术在发展和巩固的

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有关合法性和争议的问题。本章旨在批判性地探讨这些问题背后

的复杂政治（Skinner, 2018b）。这种技术代表着特别有趣的案例，这些案例对法医遗

传学在犯罪治理中的作用提出质疑。首先，尽管法医科学有“黄金标准”之称，但近期

仍在发展中的技术仍然存在有用性、可靠性和监管框架方面的问题。尽管如此，开发者

和提倡者主要还是采取一种客观性的论调。来促进该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的发展和扩

展。（Wienroth, 2018a）。第二，通过建立对群体的怀疑，而不是对个体的怀疑，这种

技术进一步深化了歧视问题。最后，这些技术也清楚地说明了现代科学将如何在市场

的支持下瓦解，这将给人权带来复杂的后果和意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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䰕金 本章简要总结了本书的内容，重点讲述了主要论点。我们尤其要重新审视法医遗传学

在当代社会犯罪治理中的各种模式和作用。此外，我们就法医遗传学社会研究领域未来的研究

路径做出了思考。

⪩꜄陊 法医遗传学；犯罪治理；未来侦查

儗░䰕金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提出一个社会学方法用以研究法医遗传学在当代社会犯罪治理

领域的作用和地位。书中介绍的主题是为了回应大众对DNA技术的潜力普遍抱有的

热情。我们试图深入探讨这一社会现象所固有的复杂性。

每一章都强调了法医遗传学在犯罪治理应用中的一个独特层面。总体而言，所分

析的不同层面表明了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布局，以及在刑事司法系统中使用DNA技术

所涉的道德和法律问题。其中，DNA技术的使用影响了社会赋予人体意义、对人体的

分类和设想的方式，并对个体和群体之间的遗传关联以及个体和群体的外形特征有影

响。使用DNA技术还对从法医遗传学家到警察部门、刑事调查人员等几个专业团体、

各种利益攸关方和公民的做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后，在刑事司法系统中使用DNA
技术对各机构和公共政策在应对犯罪治理的期望时采取的方式有着各种深刻的影响，

这些方式就是通过交流DNA数据和信息以支持警察和司法部门展开跨国刑事侦查合

作的举措。

刑事司法系统中DNA技术的应用产生了各种社会进程和动态，本书的讨论首先阐

述了社会学在研究该领域的微观/宏观和主观/客观方面的作用（第2章）。这些方面构

成了各种各样的行为者的社会行动的背景、规范和价值，这些行为者是：实验室技术人

员、法医遗传学研究人员、警察部门、法官、检察官、律师、陪审员、专业组织、监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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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非政府实体、政治家、罪犯、受害者和一般公民。基于这种多义性框架，我们阐述了

法医遗传学的社会研究的出现和巩固。侧重刑事司法系统中DNA技术应用的协议、质

量模式、专家群体和立法在建立、稳定和巩固阶段存在着科学和法律争议，我们特别

探讨了这些争议。在分析之后，我们对这一研究领域中使用的几种研究方法和技术（文

件分析、访谈、调查、观察、焦点小组等）进行了简要说明，同时也提供了这一现象多个

层面的内容。

随后，为了在司法系统法医遗传学应用之外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去理解，我们探讨了

一个有关犯罪行为的生物学解释的批判性争议。在第3章中，从生物决定论概述（其对

被列为“天生犯罪人”个体的严重影响）直到最近的生物遗传学解释，我们强调了为什

么这个争议与追溯该领域的历史特别相关。当前表观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的发展带来

了有关先天与后天的新讨论，培养了作用于某些社会群体（即使没有任何异常或犯罪

行为但也被认为有风险的群体）的新方式。

接下来的两章中，本书将概述和描述DNA技术在法庭和刑事侦查领域的应用。在

第4章，我们强调DNA从犯罪现场流通到法院的监管链的这一过程所涉及的各种认识

文化的特点，并对DNA解决刑事案件潜力的高期望所带来的风险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我们还分析了媒体在传播DNA作为一种“绝对可靠”技术的概念方面的作用。我们关

注的另一个主题是载有数千份DNA图谱的犯罪数据库的创建和扩展，我们还注意到

这一现象所产生的伦理和人权问题。最后，第5章还为读者提供了在当今信息社会数据

收集日益增多的背景下关于大数据的简短讨论，特别是通过反思大数据由于其预测和

预测风险的能力而可能为刑事调查提供怎样的支持。

以法医遗传学在犯罪治理领域的巩固和拓展为出发点，就影响和传播而言，本书

的最后几章致力于讨论DNA技术在当代社会中的扩散方式，同时寻找在司法系统中

应用的新框架。这些布局的一个例子与法医DNA数据库之间日益增长的互用性有关，

这是第6章中讨论的主题。

普吕姆系统的创建说明了法医DNA数据库的互用性，该系统的目的是通过跨国交

换数据来控制和监测欧盟内部的非正常流动。在这方面，我们概述了DNA数据的跨国

交换成为一个项目的过程，其目标是克服欧洲联盟的社会和政治差距。然而，很明显，

通过技术标准化来克服差距的这一目标，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广泛的社会分类体系的巩

固，后者突出了几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第7章通过讨论目前DNA新兴技术的发展，重点讨论了法医遗传学技术应用的扩

展，这些技术有望生成寻找犯罪嫌疑人的情报。我们探讨了使用特定技术的意义，如

家系排查和法医DNA表型分析。这种技术的目的是协助刑事侦查人员将注意力放在

特定的可疑群体上，从而使法医遗传学从识别个人转向识别可疑的集体。此外，这些新

出现的技术也展示了科学、司法和市场之间的共同演进关系。此前相关争议的重点是

遗传隐私、个人数据所有权和同意数据使用等议题，如今数据治理已成为争议的焦点，

与以往的争议共存，又改造着这些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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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憠⹛䓙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DNA技术通过成为司法服务的工具，而建立了新的布

局，从而将身份、观点和风险概念联系起来（Lynch, Cole, McNally, & Jordan, 2008
）。从风险社会理论（Beck, 1944; Giddens, 1990）的角度来看，国家使用的社会控制

和公共信任管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矢量：一方面，大量公民数据的积累、计

算机化和处理。在社会生活的几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公民参与

了“身份证券化”的技术过程。这种过程包括生物监视机制和使用DNA技术的身份验

证/确认技术。另一方面，国家使用的社会控制机制和公众信任管理的另一个载体是适

用于刑事司法系统的技术和科学创新。

透过本书中分析的DNA技术，我们可以确实地看到传统的控制机制在以不断

增长的速度被重构。根据几位作者的观点（例如，见Aas, 2004; Lyon, 2002, 2004; 
Tsianos & Kuster, 2016; Van der Ploeg, 2003），这是一个将有关人口及其不同的身

体的知识设置成一种可以被机器翻译和读取的语言的问题（Dodge & Kitchin, 2004
）。通过设置，这种知识还能以信息的模式进行转移，并被各种社会控制机构（例如刑

事侦查机构）整理成可传播的“信息包”。

维护隐私权的原则与身体信息的结构密切相关。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可以在有关

法医遗传学在犯罪治理中的作用的争议中，看到这种新的“身体本体论”。我们正在看

到一种新的基因隐私的出现，这种隐私不再与对个人身体的入侵有关，而是与国家对“

存储”在遗传密码的信息的入侵有关。对这种进程进行进一步的探究，我们还能看到，

技术控制与不平等和社会分化现象的不断发展存在关联，一种强调安全的文化也加剧

了上述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口，不管是由于不幸、出身或行为等原因，都被排

除并称为“非公民”、“失败公民”或“反公民”（Aas, 2011; Rose, 2000）。
因此，利用基因技术控制人口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治理特征，而这种方式得以实现

的原因是利用了一种监视手段。这种监视手段并不一定寻找评估异常的人或行为。相

反，它会搜索预先设置的排除参数（在风险控制逻辑中），这些参数是由数据库中的

可识别模式确定的，Roger Clarke（1988）称之为数据监视（dataveillance）（另见

Lyon, 2001）。该识别不限于（潜在的）罪犯，而且还包括了由于其特性而让数据库产

生怀疑的群体和身份。我们指的是（ Cole & Lynch, 2006），由于与概率推理有关的

原因，被认为是“统计嫌疑人”的人。这种说法以一种似乎与这种分类的伦理/道德内涵

无关的论述站稳脚跟。

利用刑事司法系统中遗传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背景和社会影响，我们可以将这类

技术作为“监视集合”中不可获取的组成部分来解释。（Haggerty & Ericson, 2000）
。“监视集合”代表了大量相互关联的系统和监管行动，这些系统和做法不断变化，缺

乏相关和具体的等级制度。因此，这种“基因监视”在全球范围内围绕技术和监测设备

改变了社会和国家结构。通过这种方式，有关身份和身体的新概念得以形成，并让公民

可以更深入地参与到这类技术的伦理和政治影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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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社会组织围绕着不断增加的信息流，通过打破传统的权力结构，形成一种

流动动态，为解放创造了新的条件。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在生物科学领域，科

学知识的中心地位和象征力量得到加强。其成为产生真相的新政权的基石，这些政权

将同时集成政治权力和司法举措，从而有可能深化社会不平等现象。

䫓碠儔全溿狓氳亍饟䏧
正如本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从活动的规模还是从收集、提取、分析、处理和

使用的信息的复杂性来看，法医遗传学在犯罪治理中的应用都是一个迅速发展的领

域。各种因素正在加速发展和变化中，需要进行具体研究以深入探讨其社会、伦理、法

律和政治影响，其中我们主要探讨两个现象：DNA的地缘政治和为犯罪调查目的而扩

张的商用信息库。

DNA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是DNA因国家的背景不同，其用途和含义也有所不同的

问题。本书指出最富有、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拥有最大规模和最复杂的DNA数据库。然

而，与新自由主义和以安全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有关的政治力量迫使经济和科学资源较

少的国家，以及监管、立法和组织模式不同的国家，必须实施法医DNA数据库。因此，

迫切需要了解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对犯罪治理的法医遗传学应用方面的不同干预方

式。为此，有必要从法医遗传学的角度将分析范围扩大到发达国家和/或发展中国家以

外，了解不发达国家在法医遗传学领域对DNA技术的潜力和风险的看法。

最后，私营公司开发的商用信息库的快速扩展对那些负责监管框架和道德问题

的人来说，成了一个尖锐的两难境地。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娱乐数据库”，它试图利用

DNA推断生物的地理祖先和/或其对某些健康状况的倾向。在对社会价值和科学合

法性进行（重新）判断的背景下，娱乐性基因数据库显出一种紧张关系，一方面是在

解决复杂犯罪案件方面，对其技术的科学潜力显示出的一种乐观态度，另一方面是公

众对科学和技术的伦理限制的不信任。此外，在法医领域使用这种数据库突出了警察

部门、科学家、私营公司、媒体和一般公众积极互动的新的社会舞台的出现。这些社

会进程为法医科学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可以平衡识别罪犯带来的好处和对基因隐私

的危害。

⹇縓乄昦
Aas, K. F. (2004). From narrative to database: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penal culture. 

Punishment & Society, 6(4), 379–393. https://doi.org/10.1177/1462474504046119
Aas, K. F. (2011). “Crimmigrant” bodies and bona fide travelers: Surveillance, citi-

zenship and global governance.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15(3), 331–346. https://doi.
org/10.1177/1362480610396643



瑭⪚珖մ篾阷 85

Beck, U. (1944).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Clarke, R. (1988).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dataveillance.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31(5), 498–512.
Cole, S., & Lynch, M. (2006). The social and legal construction of suspects.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2, 39–60.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lawsocsci.2.081805.110001
Dodge, M., & Kitchin, R. (2004). Codes of life: Identification codes and the machine-rea-

dable world.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3, 851–881. https://doi.
org/10.1068/d378t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aggerty, K. D., & Ericson, R. V. (2000). The surveillant assemblag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4), 605–622. https://doi.org/10.1080/00071310020015280
Lynch, M., Cole, S., McNally, R., & Jordan, K. (2008). Truth machine: The contentious history 

of DNA fingerprin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yon, D. (2001). Surveillance society: Monitoring everyday lif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Lyon, D. (2002). Surveillance as social sorting. Hoboken: Taylor & Francis Ltd. Retrieved 

from http://public.eblib.com/choice/publicfullrecord.aspx?p= 240591
Lyon, D. (2004). Globalizing surveillance: Comparative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9(2), 135–149. https://doi.org/10.1177/0268580904042897
Rose, N. (2000). The biology of culpability: Pathological identity and crime control in a biological 

culture.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4(1), 5–34. https://doi.org/10.1177/1362480600004001001
Tsianos, V. S., & Kuster, B. (2016). Eurodac in times of bigness: The power of Big Data 

within the emerging European IT agency. 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 31(2), 235–249. 
https://doi.org/10.1080/08865655.2016.1174606

Van der Ploeg, I. (2003). Biometrics and the body as information: Normative issues of 
the socio-technical coding of the body. In D. Lyon (Ed.), Surveillance as social sorting: 
Privacy, risk, and automated discrimination (pp. 57–73). New York: Routledge. Retrieved 
from http://scholar.google.com/scholar?hl=en&btnG=Search&q=intitle:Biometri-
cs,+and+the+body+as+information:+normative+issues+of+the+socio-technical+-
coding+of+the+body#0



陊姻辑

㛻丘䩺 一种聚集和分析大量数据，将其转化为算法，并根据数值分类以及通过计算

指数进行识别，从中可以提取信息的技术。

DNA聰姍劭矵劭ꁂ 构成染色体上的每个分子的化学物质，携带每个生物体的

遗传信息。它通常包含个人不同的信息。

DNA阾䩺 基于DNA技术产生的信息，可供刑事法院评估的证明材料。

DNA䤗儛 应用于DNA以产生关于特定生物样本的信息的一组技术。包括诸如

DNA图谱的技术，但也包括诸如家系排查和法医DNA表型分析的新兴技术。

㳄硍䪷刧 对任何与DNA数据库中的图谱不匹配的DNA图谱进行新一轮分析，以确

定是否存在模糊匹配，这样的过程称为家系排查。如果存在这样的模糊匹配，则

该图谱很可能属于数据库中的人的近亲。

嫏⵴DNA丘䩺䈑 该数据库会收集、储存和使用各类DNA图谱，这些图谱来自被

指控的嫌疑人、被定罪的罪犯、受害者、志愿者和其他与刑事调查工作有关的人。

目的是将个人图谱与从犯罪现场样本中获得的图谱进行比较。

嫏⵴DNA辑㑔䤗儛 从生物材料推断物理特征，如眼睛，皮肤和头发颜色，以及有

关生物地理祖先的信息的技术集合。

㓹㍕㎂隮 从生物样本中提取的遗传特征信息，旨在从生物学的角度定义特定个体的

唯一性。

♔䗯䥊╙╚㵗氳DNA㛻鈺嘗瓇鴲DNA䮣碠粠 包括从属于某一人群的“志愿

者”收集DNA样本，通过将样本与从犯罪现场／ 受害者收集的样本相匹配，在该

人群的成员中寻找潜在嫌疑人的程序。

ⵯ鿥�⽝╈ “匹配”或“命中”都同样用于描述在给定时刻通过数据库搜索发现的

DNA图谱之间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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俋⺾㡁⪝篑俋⺾㡁⬀阫俋⺾㡁硍簊 普吕姆公约一词是指涉及七个国家的2005
年公约，普吕姆决议一词是指强制要求所有欧盟成员国确立跨国数据交换的理事

会决定，普吕姆系统一词是指交换DNA数据的欧盟国家的实际网络。

俋⺾㡁塠끈1⽰塠끈2 普吕姆系统在两个不同的步骤中工作。第1步是指在国家数据

库中搜索从犯罪现场检索到的DNA图谱，但没有找到匹配的情况；普吕姆决议允

许在其他成员国的国家数据库中传送和搜索DNA图谱数据。然后向原成员国发

送通知，通知其结果匹配或不匹配。如果确定结果匹配，则执行步骤2，并通过现

有的警察和/或司法渠道处理进一步的信息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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